
 

十九世紀中國邊境社會的暴力 
—以清嘉道時期川西涼山地區 

為例∗ 
 

李宗育∗∗ 

摘要 

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儼然有一股「結群」與「暴力」的社會趨

勢，而邊境社會的集體暴力是其重要組成。本文以四川省西部涼山

地區持續一百多年的人群衝突與暴力為案例，對此社會現象進行探

討，以暴力史的觀點，重新詮釋清朝嘉道時期涼山地區的暴力形式

由日常生活中的個體暴力，透過團練、家支等形式進行社會動員，

演變為集體暴力，與長期的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尤其是團練暴力

導致更為嚴重的社區集體暴力化，基於集體恐懼與追求集體安全，

處處結群對抗。當中人群更以暴力情境為資源，利用「暴力」、煽

動暴力，書寫暴力、合理化暴力，社會中充斥著濃重的暴力心態與

暴力文化。透過一系列暴力問題的探討，說明此一集體暴力的社會

情境，並非是涼山地區的獨特表現，而是十九世紀中國西南邊境社

會，甚至是整體晚清中國社會集體暴力現象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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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 九 世 紀 的 中 國 呈 現 盛 世 之 後 種 種 危 機 ， 地 方 叛 亂 此 起 彼

落 ， 特 別 是 西 南 地 區 的 邊 境 社 會 ， 其 動 亂 自 乾 嘉 之 際 的 湘 西 苗

變、川陝楚白蓮教事件，以至於道咸同光時期的太平天國事件、

反教排外暴力等等接連不斷，其餘小股動亂、集體暴力更是不計

其數，此一暴力充斥的社會現象頗值得關注。然而，因為其內涵

過於龐雜，至今尚未得到完整的梳理。概略而言，可以歸納出二

大趨勢：一是帝國邊境社會不平等關係的暴力叢生，湘西漢苗衝

突 、 太 平 天 國 前 夕 的 廣 西 土 客 衝 突 、 雲 南 與 陝 西 漢 回 衝 突 等 屬

之。一是十九世紀中國內地社會的集體暴力湧流，川陝楚白蓮教

事 件 後 ， 地 方 上 各 種 結 群 及 其 暴 力 逐 漸 蔓 延 ， 團 練 、 結 捻 、 結

幅、拜會、教派等到處可見；至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各種結群暴

力對抗達到新高峰，團練之暴力尤其鮮明。本文僅聚焦於帝國西

南 邊 境 社 會 的 暴 力 問 題 ， 並 以 涼 山 地 區 的 人 群 衝 突 案 例 進 行 探

討。  

雍正朝 （ 1722-1735） 改土歸流之後，中原王朝與西南少數民族

地區漫長數千年的權力關係調整可謂告一段落。然而，雍正朝改

土歸流其實應視為另一階段族群關係調整的開端，而且與整體中

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相聯繫，政治版圖變動適值帝國內部人口的擴

增 與 流 動 ， 內 地 人 口 持 續 、 擴 大 湧 入 苗 疆 （ 即 使 法 律 有 所 限

制 ） ， 無 形 中 解 決 了 困 擾 歷 代 邊 疆 設 置 政 區 的 諸 多 不 利 因 素 ，

「民人」（主要是漢族，也包括已漢化的少數族群）作為稅基的

主 要 來 源 與 基 層 社 會 支 持 ， 其 成 分 比 例 是 穩 固 政 區 的 關 鍵 。 不

過，內地人口與生態壓力也同時轉嫁至該地區，這樣的人類生態

與資源競爭，恐怕是造成清朝中期以後當地暴力衝突的結構性因

素。1 

                                                       
1 關於清朝中國人口壓力、人口流動與生態資源競爭問題，參見：何炳棣著，葛劍雄

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0），頁 322-324；曹樹基，〈太平天國戰前的中國人口〉，《中國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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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地區」位於西南地區的西陲，屬於邊境中的邊緣。 2就

清朝行政區劃而言，廣義的涼山地區是指四川西部敘州府、嘉定

府、雅州府、寧遠府之間的地區，北起大渡河，西至打沖河，南

隔 金 沙 江 與 雲 南 昭 通 府 等 接 界 ， 分 屬 於 雷 波 廳 、 屏 山 縣 、 馬 邊

廳 、 峨 眉 縣 （ 嘉 慶 十 三 年 ［1808〕 分 設 峨 邊 廳 ） 、 清 溪 縣 、 越 巂

廳、西昌縣等廳縣管轄（參見「圖 1」）。諸廳縣圍繞的核心區，

則是不屬於清朝版圖的涼山生界地方，這是內地十八行省中僅存

的 行 政 權 力 空 白 之 地 。 生 活 在 該 地 區 的 非 漢 族 群 被 泛 稱 「 夷

人」，主要是被稱為「玀玀（猓玀、猓猓）」的族群，根據是否

納入版圖而有「生夷」、「熟夷」之分。 3此外，還存在其他多種

不同的人群，例如西番（藏族）、僰人（白族）、刑蘇、麼些、

                                                                                                                                            
研究》，1997：3（北京，1997.9），頁 32-41；汪榮祖，〈「天地之盜」：明清帝

國生態危機綜說〉，《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香港，2010.7），頁87-115。  
2 嘉慶時期，清政府對於當地各彝族、彝人均以廳州縣名（行政區劃）、家支名或

山川名區別稱呼。至道光時期，「涼山」已成為一個專指當地彝族生活領域核心

地區（專指大涼山）的通行地理名詞。但是，這一狹義的涼山概念不包含雷、

馬、屏、峨一帶的小涼山與峨邊一帶的梅嶺地區，也不及清溪、越巂、西昌等地

的彝支。本文所謂的「涼山地區」，是屬廣義的，包含上述各地區。至於雲南楚

雄「小涼山」這一地理名詞的出現更晚，中共建國時加以確認，與清朝至民國時

期使用的「大、小涼山」概念內涵不同。據相關人口研究指出，雲南小涼山彝支

的形成，主要是近二百年間大涼山家支向西昌、鹽源等地遷移，再往雲南（甯蒗

等地）遷移所聚集而形成的，故以「小涼山」為名顯示兩者之間的先後關係與源

流。參見，徐銘，〈清代涼山地區民族人口的遷移〉，《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版）》，1986：1（成都，1986.12），頁25-29；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

書》編輯委員會、《中國民族問題資料．  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雲南小涼

山彝族社會歷史調查》，收入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

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第 5 輯，《中國少數民族歷史調查

資料叢刊》，第81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國家民委《民族問題

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民

族問題五種叢書》及其檔案彙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571-
578。  

3 1950 年代民族識別後的西南彝族，是一個語言複雜而支系繁多的民族，從地理上

可以區分為若干支系，涼山地區與烏蒙地區可歸為一個支系。但是，清代涼山各

地方彝族家支群有又所差異，如嶺彝、赤彝、曲曲鳥等家支群。又就涼山彝族社

會內部而言，有所謂黑彝、白彝、漢人娃子等階級區分。參見：胡慶鈞，《涼山

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104-185；黃季

平，〈彝學研究史—環繞民族認定與源流史詩兩個課題的分析〉，《政大民族學

報》，25（臺北，2006.12），頁1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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韃靼（蒙古人）等等。為說明需要，本文以「涼山彝族」來統稱

活動在涼山地區以「玀玀」為主體的非漢族群。4 
 

 

 

 

 

 

 

 

 

 

 

 

 

 

 
 

圖 1 清嘉慶十三年（1808）涼山地區地理形勢示意圖 

說明：筆者自行繪製。本圖標示的涼山地區的行政建置，以嘉慶十三年（1808）峨邊廳奏

設為止；位於涼山腹心的昭覺縣治奏設於宣統二年（1909），故未標示。 
資料來源：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1996，頁39-40。 

                                                       
4 原典使用「夷」、「猓」、「玀」等文字指稱涼山彝族者，引文部分皆照錄原典

原文；筆者敘述文字部分，皆使用「彝」字，「彝」字乃現代族群認定所使用的

族系通稱，一則避免歧視用語，一則方便讀者閱讀。所謂彝族，本非單一支系，

涼山各地方家支群又有區別，加以自稱、他稱之區分，若逐一敘明將造成行文之

混亂，故以通稱名之。參見：黃季平，〈彝學研究史—環繞民族認定與源流史詩

兩個課題的分析〉，頁1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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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雍正年間改土歸流、裁衛改縣以後，打箭爐口內、打沖河

流域及雷波、黃螂一帶皆成州縣，漢族人口開始規模性地移入。

至嘉道年間，漢族人口已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同時這裡接連不斷

地發生人群衝突與集體暴力事件，儘管清朝政府多次以國家暴力

介入鎮壓，始終無法根本解決，且越演越烈，發展成族群對立與

衝突，暴力情境持續至民國時期。 5這是一場持長達一百數十年的

暴力，而不是單一的事件。本文將就涼山地區人群衝突的情境，

以「暴力」（Violence）的觀點重新詮釋這場百年暴力。6 

二、從族群史到暴力史 

有關清帝國邊疆的研究，不平等關係及其特殊性一直是核心

課題，例如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探討清朝將新疆地區納入統

治的過程，認為乾隆朝 （1736-1795）進行軍事征服之後，不僅在當

地建立軍事駐防與行政體系，並透過在內地與新疆之間建立經濟

與貿易系統來支持前者，達成有效而長期的統治；然而，在過程

中因為計劃性輸入內地商民與發展屯田，官員與商民的政經優勢

地位、日益傾斜的民族政策，在嘉道時期引發族群矛盾與喀什噶

                                                       
5 民國．任映滄，《大小涼山倮族通考》（收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民俗文獻》，第 4 輯，第 7 卷，影印民國三十六年

〔1947〕西南夷務叢書社鉛印本，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185-187；

民國．余洪先，《馬邊紀實》（收入姚樂野、王曉波主編，《四川大學圖書館館

藏珍稀四川地方志叢刊》，第 4 冊，影印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六年〔1937〕

鉛印本，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327。余洪先曾任職馬邊縣縣長，其治彝政

策立場較為溫和，反對全面性的武力征服，而主張漸進式的移民開發，本質上是

一種文化消滅的形式，仍然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暴力的心態。  
6 所謂「暴力（Violence）」，是指以激烈而強制的力量，對施加的對象造成損害。

就人類社會的意義而言，暴力是（主體）蓄意地應用強暴的力量、口語或工具

（武器），對自身、他人、群體或社會進行威脅或侵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體損

傷、精神傷害、死亡或剝奪權益，以及財產物品的破壞。根據這一定義，許多人

類活動都涉及暴力，諸如戰爭、叛亂（民變、起義）、殺人、搶劫、擄人勒贖、

鬥毆、威脅等等，這些活動都具有暴力的內容與性質，卻各自被冠以不同名稱，

並賦予其特定意義；而「暴力」一詞則更傾向直指行為本質，並超越族群本位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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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屠殺事件。 7不僅國家暴力與不平等造成當地的衝突與暴力，帝

國邊疆涉及多方政治勢力的競逐，多樣人群的文化與經濟踫撞、

交 流 ， 過 程 中 清 朝 軍 事 征 服 與 國 家 暴 力 在 這 裡 未 必 具 備 絕 對 權

威，在帝國征服的敍事之外，多元社會、多元競爭的情境，事實

上也帶來更多暴力的可能，與多元暴力文化以及多元暴力形式的

實踐。8 

長期以來，對於涼山地區百年暴力的理解與詮釋，不脫西南

地區族群衝突的詮釋範式。例如楊明洪指出清朝漢族移民在各個

邊疆地區普遍引發族群矛盾，但是都沒有如涼山漢彝衝突這般劇

烈；他認為漢彝族群劇烈衝突的主要原因，是彝族奴隸制度高度

發展與黑彝勢力膨脹的結果，並且因為要發展農業而向外擄掠人

口。 9相較於「夷患」觀點，菊池秀明則認為漢人自清朝中期以後

大量湧入，是造成十九世上半期漢彝族群嚴重衝突的主因。10族群

衝突及其原因的詮釋與探討，不外乎將（或暗示）暴力歸屬於不

平等地位的某一方人群（主要是彝人），這樣的結論往往令人感

                                                       
7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

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8 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查爾斯．派特森．吉爾許（C. Patterson Giersch）

考察雲南南部傣族地區，強調在地行動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土著、土司貴族、

漢族移民等多元人群在這裡競逐權力和資源，以及各自的文化實踐。約翰．赫曼

（John E .  Herman）討論元、明、清帝國將多元文化與多政治實體的西南地區征

服的過程中，土著彝族（水西）對於帝國軍事、制度與移民的應對。  
9 楊明洪，〈清代涼山的「夷患」與王朝的措施〉，《西南民族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993：5（成都，1993.10）頁22-27；楊明洪，〈論清代涼山彝區的土

司制度與改土歸流〉，《民族研究》，1997：2（北京，1997.3）頁88-95；楊明

洪，〈嘉道咸時期清政府對涼山彝族地區的民族政策初探〉，收入馬爾子主編，

《涼山民族研究（第 1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頁186-198；楊明洪，

〈清末對涼山彝族地區的統治政策〉，收入馬爾子主編，《涼山民族研究（第 1

冊）》，頁199-207。  
10 菊池秀明，〈19 世紀前半の四川凉山彝族地区における民族関係とその影響〉，

收入菊池秀明編，《太平天國史料集．別冊：四川彝族反亂檔案史料》（東京：

菊池秀明，2006），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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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遺憾。  

族 群 暴 力 衝 突 並 非 只 是 作 為 討 論 族 群 問 題 的 終 極 現 象 或 結

果，或可以進一步探討集體暴力的過程、內容與影響。事實上，

在集體暴力之後，暴力的作用與影響仍然持續發酵，或者改變統

治者的族群政策，或者改變當地或者兩個社會的結構，甚至於形

成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以及改變暴力文化、暴力心態的內涵。

例如徐曉光在評價清朝少數民族統治與立法時，指出民族衝突是

苗疆法律調整的動力。11基於漢苗之間強淩弱、不平等的關係與生

態，苗民惟有透過集體性的抗爭暴力，才能改變清政府的態度或

調整族群政策。又例如黃國信認為清朝在苗疆實行「因俗而治」

與基於隔離思維的族群政策，使得當地社會結構長期穩定；至乾

嘉年間發生苗民大動亂，暴力導致苗疆社會內地化進程的加速。 12

因此，基於暴力的觀察視角，涼山族群衝突問題仍然有可供探索

的空間。  

本文所進行的「暴力史」研究，其核心關懷是對於一系列暴

力 問 題 的 探 討 。 13雖 然 以 戰 爭 、 叛 亂 （ 民 變 、 起 義 、 革 命 ） 、 械

鬥、盜匪、暴力犯罪等為題目的研究眾多，然而其要旨並非探討

暴力問題，或者暴力僅僅是其討論政治、社會、經濟或法律等問

題的素材，在此不歸類於暴力史研究。關於中國歷史的暴力史研

究，至今已然有許多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可為指引，喬納森．李普

曼（Jonathan N. Lipman）與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共同編輯《中

國的暴力：文化與反文化論文集》（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14其核心命題是：中國社會有一種

譴責暴力、抑制暴力的正統主流文化，但是暴力仍然普遍存在；

                                                       
11 徐曉光，〈清政府對苗疆的法律調整及其歷史意義〉，《清史研究》，2002：3

（北京，2002.8），頁26-35。  
12 黃國信，〈「苗例」：清王朝湖南新開苗疆地區的法律制度安排與運作實踐〉，

收入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2），下冊，頁734-751。  
13 所謂一系列的「暴力問題」之內涵論於後文。  
14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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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什 麼 樣 的 情 境 與 何 種 動 機 ， 突 破 了 一 般 文 化 對 於 暴 力 的 抑

制，郝瑞認為有三種路徑：一、憤怒與仇恨的情緒。二、一直存

在的反主流文化，它們傳達了關於暴力行為的可取性和適當性的

不同規範訊息。三、正統文化中的例外，國家暴力或者正統秩序

代表者的暴力總是得到寬容。至今這一普遍性解釋框架仍然頗具

參 考 性 與 指 導 性 ， 以 及 存 在 持 續 完 善 和 補 充 的 空 間 。 羅 威 廉

（Willian T. Rowe）從不同路徑理解中國社會的暴力，聚焦於湖北麻

城縣進行長時段的討論，他傾向於接受這種觀點：中國文化內部

其實為「被許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間。這一觀點其實與斯

蒂文．郝瑞所謂反主流文化、正統文化的例外突破對暴力的抑制

的觀點一致。15 

暴力與文化的相互作用關係是解釋中國社會普遍性暴力的重

要路徑，以暴力文化闡明暴力發生的原因是一種路徑，探討暴力

實踐的社會影響也是一種理解路徑，例如梅爾清（Tobie Meyer-fong）

利用《庚辛泣杭錄》等地方文本與昭忠祠祀典，探討太平天國戰

爭暴力對於社會文化與心理的影響，以及地方社會對於戰爭死難

者的紀念活動與記憶建構之政治語境。16暴力文化與暴力之間的作

用不是單向作用關係，基於暴力的心理、文化影響，暴力也會重

塑暴力文化的內涵或形式，兩者不斷地交互作用，例如，李宗育

認為晚清「昭忠祠祀典」及「忠義人物文本群體」的地方化、蓬

勃發展，與十九世紀暴力充斥的社會現象亦步亦趨，這是一種清

朝新興的暴力與死亡文化，可能進一步助長社會的暴力心態與暴

力現象。17正統文化不僅有許多容許暴力、賦予暴力正當性的「例

外」，某些正統文化也鼓吹暴力，本身就屬於暴力文化的一環。  

次文化、反主流文化中蘊含大量的暴力文化，例如流行於社

                                                       
15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里峰等譯，《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

力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導論〉，頁5-6。  
16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

的暴力、失序與死亡》（新北：衛城出版，2020）。  
17 李宗育，〈風勵藎節：清代昭忠祠祀典及其死亡、暴力之書寫〉，《漢學研

究》，38：3（臺北，2020.9），頁25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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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底層的通俗文化，有許多對於暴力的美化，主角神靈或英雄人

物經常是正義、忠義典範，但是其正義、忠義總是透過暴力來實

踐。又例如地方習武文化、民間武術傳統、千禧年末世論、異姓

結拜次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也都是隱含合理化暴力的觀念或意

識形態。18本文所討論的邊境社會暴力，與地方次文化、族群次文

化有深刻關聯，涼山彝族文化中的暴力文化、漢人移民社會的暴

力文化是本文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綜言之，暴力文化是橫跨正

統 文 化 與 反 主 流 文 化 或 次 文 化 的 ， 它 們 共 同 對 於 暴 力 進 行 合 理

化、正當化與美化，透過文化影響集體形塑社會的暴力觀念與心

態，其內涵之豐富需要進一步整理研究，揭示其影響力。  

斯蒂文．郝瑞企圖建構的解釋框架是一種普遍性的，可以涵

蓋不同時空的暴力類型；然而，我們已知中國社會的暴力程度是

有強弱起伏與某種大週期性的，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的暴力現象從

湧現到奔騰，甚至延續至文化大革命，這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暴力

趨勢，斯蒂文．郝瑞提出的解釋框架並不能很好的說明這股趨勢

的 特 殊 性 。 對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國 社 會 興 起 的 暴 力 湧 流 ， 孔 復 禮

（Philip A. Kuhn）從中央與地方二元結構觀點提出了「地方軍事化」

的概念，與此前的集體暴力形態作出區別。19若干區域研究較能具

                                                       
18 韓書瑞（Susan  Naquin）著，唐雁超、劉平譯，《山東叛亂：1774 年王倫起義》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韓書瑞（Susan Naquin）著，陳仲丹譯，

《千年末世之亂：1813 年八卦教起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劉錚

雲，〈嘓嚕：四川的異姓結拜組織〉，收入劉錚雲著，《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

治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157-179；李宗育，〈《大

清律例．刑律．鬬毆》與和諧秩序的想像─十九世紀中國川陝楚地區客民錢債糾

紛及其暴力〉，《法制史研究》，32（臺北，2017.12），頁117-166。韓書瑞

（Susan Naquin）認為千禧年思想、教派儀式及其組織形式，已經為將來的暴力提

供了資源與架構，一旦結合王倫這類特質的教派領袖，很容易發展成叛亂活動。

嘓嚕是清朝中期以後盛行於四川的犯罪團體，劉錚雲指出四川底層的外來人口與

地方無賴，基於兄弟結拜的社會次文化進行結群，尋求生存與自保，並進行掠奪

與各種暴力犯罪活動。法律實踐與法律文化中也能察覺到暴力文化的存在與作

用，李宗育以白蓮教事件後川陝楚地區的集體暴力情境為背景，討論日常生活中

的鬥毆暴力與法律實踐，指出當地法律實踐與法律文化中呈現出地方官員與民眾

的暴力心態，集體主義的和諧秩序觀實際上可能留下了容許暴力的空間。  
19 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

亂及其敵人：1796-189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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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地詮釋這種集體暴力的趨勢，例如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基於集體暴力對抗的觀點，指出廣東團練淪為宗族、士紳向上用

以對抗官府權力、向下用以壓制農民的有力工具，其結果是迫使

農民大量加入秘密社會組織進行對抗。20據此，可以察覺到中國社

會明顯有一股「結群」與「暴力」的運動，與人口成長、資源競

爭日益嚴峻的趨勢同步，而衝突暴力不僅發生於構成社會結構的

單 位 之 間 ， 也 包 括 各 種 動 態 的 社 會 組 織 或 臨 時 性 的 動 員 結 群 之

間，進而構成複雜的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與情境。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出本文所要探討的暴力問題的內涵與框

架：其一，利用清朝官方檔案，如《嘉慶朝刑科題本》、《宮中

檔》、《軍機處檔》等，就不同社會的人群相遇、清朝國家暴力

的介入，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暴力到集體暴力的發展歷程，討

論他們各自傳統中的暴力文化，從而較客觀地認知整體的暴力情

境，重建涼山衝突與暴力發展演變的過程。21其二，著重關注各方

人群的動員與結群形式，分析多種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進而提

出社區「集體暴力化」的概念。其三，探討暴力的心理與文化面

                                                       
20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

南的社會動亂》（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頁 176-177；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7）；狄德滿（R. G. Tiedemann）著，崔華杰譯，《華北的暴

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裴誼理（Elizabeth J. Perry）認為淮北民眾採取暴力性的生存策略，訴諸

集體暴力，又隨時可以轉變成外部對抗。狄德滿（R. G. Tiedemann）指出魯西北與

魯西南地區的基督教傳教活動，深深捲入了地方資源競爭與派系鬥爭的集體暴力

情境。  
21 林耀華，《涼山夷家》（收入吳文藻主編，《社會學叢刊．乙集》，第 5 種，上

海：商務印書館，1947）；常隆慶、施懷仁、俞德浚，《雷馬屏峨調查記》（重

慶：中國西部科學院，1935）；嶺光電，《彝族民間故事》（上海：時代書局，

1950）。筆者曾參閱若干彝族文獻譯著，如丁文江編譯《爨文叢刻．甲編》、羅

國義編譯《增訂爨文叢刻》、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翻譯《西南彝志》等，惟筆者

詮釋彝族文學能力有限，未能獲取更多訊息，故未加引用。關於涼山彝族的社

會、文化內涵，本文主要參考民國時期對於涼山地區民族誌、人類學調查報告，

其中林耀華的調查報告觀察深刻，多有引用；另外，也參考嶺光電《彝族民間故

事》等；至於中國西部科學院考察團常隆慶、施懷仁、俞德浚《雷馬屏峨調查

記》等，多有漢人觀點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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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理、文化與暴力相互作用是暴力詮釋框架的核心部分。前

者包括時人的情感（仇恨、恐懼、不安全感等），以及關於暴力

的觀念、態度。首先利用京控案件中的呈詞、供詞，呈現時人的

暴力心態；其次以地理志書中關於「夷患」書寫及彝人暴力文化

的描寫，揭示地方官員或當地漢人如何理解暴力與社會關係。再

次探討暴力文化，主要利用嘉慶朝 （1796-1820）以後地方志中大量

出現的忠義人物書寫，指出當中所隱含的暴力心態，而且這種心

態會附隨暴力文化的流傳而傳播。社會民眾的心理狀態、觀念態

度與暴力文化，可能對集體暴力形成反饋作用，甚至變成長期惡

性循環。關於暴力的心理、文化面向的探討，或許可為涼山各方

人 群 因 何 執 著 於 暴 力 長 達 一 個 世 紀 的 現 象 提 供 另 一 種 解 釋 ； 並

且，說明涼山地區的暴力心態、暴力文化，與十九世紀中國社會

的暴力心態、暴力文化有其內在聯繫，是同步發展的。基於這一

觀察集體暴力的討論框架，在涼山地區的集體暴力活動與十九世

紀中國社會整體暴力現象兩者之間建立關聯。  

三、越界：暴力情境的醞釀 

清初涼山地區的行政建置大致沿襲明制，除了馬湖府、嘉定

府所轄以外（府直轄地方及屏山縣、峨眉縣），皆屬於土司、實

土衛所及生界地方。至雍正朝，涼山地區進行大規模政區重劃：

其一，雍正五年（1727）裁馬湖府而地隸敘州府；其二，雍正六年

（1728）裁建昌監理通判，建昌等衛所改設寧遠府、西昌等縣；其

三，雍正七年（1729）雷波、黃螂兩司改流，設雷波衛、黃螂所；

其 四 ， 黎 大 所 裁 改 為 清 溪 縣 ， 隸 屬 於 雅 州 府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1761），再度改制，裁撤越巂、雷波、黃螂等剩餘衛所，改設通

判、巡檢；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於屏山縣馬邊地方分設理民

督捕通判。至乾隆中期，涼山地區府廳州縣的行政區劃格局大體

定型；直至嘉慶十三年以後，因彝族變亂而再有峨邊廳、昭覺縣

（宣統二年［1910］奏設）之設置。行政區劃的沿革不只是呈現國

家治理的態度，同時也是反映已經發生的，或者正在進行中的社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71 期 - 12 - 

會經濟的變遷。22 

在「政區」視野之下的基層社會情況較為複雜。廳州縣直轄

的版圖主要是城鎮、屯堡地方，沿涼山四周河谷平地分布，採取

內 地 的 基 層 控 制 組 織 如 保 甲 、 鄉 約 等 ， 其 中 人 群 呈 現 「 漢 彝 雜

處」的形態。外圍的廣大地方實際上均是所謂的彝地，依賴各個

土司管理彝人。涼山地區土司包含三大部分：一、是涼山東面敘

州 府 所 屬 雷 、 黃 、 馬 邊 一 帶 土 司 ， 二 是 涼 山 西 部 寧 遠 府 （ 建

昌）、越巂、冕山一帶土司，三是北面雅州府清溪、嘉定府峨邊

一帶土司。雍正四年（1726）至六年間，鄂爾泰（1677-1745）建請四

川所屬烏蒙、鎮雄改流，兩地由四川劃歸雲南管轄；然而，兩土

司勢連涼山、建昌地區之生彝、土司，姻親、血緣盤根錯節，動

亂自米貼（今昭通市永善縣）蔓延至涼山、建昌。川、滇兩路合

力用兵敉平，遂將涼山、建昌、黎大所等地大批土司改流或降級

承襲，例如千萬貫長官司及一眾土千、百戶等，改流者不下六十

餘家。23清季雖然尚有土司百餘家，其中不少是嘉慶以後用兵涼山

善 後 增 設 之 土 千 、 百 戶 與 土 目 ， 對 於 投 誠 彝 族 家 支 眾 建 而 分 其

勢。大、小涼山既為清朝內地少數僅存未納入版圖的生界地區，

行政權力的空白之地，土司之存在與增設有其歷史情境，一則管

理轄下歸附熟彝，一則控制、制衡生彝。  

在廳州縣及土司管轄下的彝人認納糧賦、編查戶口者，被視

為熟彝，與民人無異。在熟彝、彝地之內部是涼山的核心地區，

即大、小涼山與梅嶺範圍廣泛的山區老林，據道光 （1821-1850）間

當地漢人形容其自然與人文環境：  

 

                                                       
22 李宗育，〈清雍正朝府廳州縣政區重劃運動〉（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

文，2015），頁137-138、頁158-160、頁250。  
23 胡慶鈞，〈清初以來彝族的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收入胡慶鈞，《明清彝族社

會史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228-260；李世愉，《清代土司

制度論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222-231；龔蔭，《中國土

司制度》（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2）；李宗育，〈清雍正朝府廳州縣政區

重劃運動〉，頁137-138、頁158-160、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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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地方三千餘里，四通八達，不知其鄉，民等不知路

徑。且猓夷性如鳥獸，身穿毡片，腰繫口糧，挾強弓毒

矢，藏匿老林中。老林者，自開闢以來，大樹具在，參天

蔽日，數十人不能合抱。樹長綠苔，拖至地輒長數十丈。

林中積葉，深數十尺，瘴雨蠻烟，觸人即死。24 

涼山老林經歷數十年尚未被開闢，環境險阻；在這裡住牧的人群

是不受清朝政府管轄、自古未入版圖的生彝，清朝政府雖然企圖

利用土司約束生彝；然而，土司大多僅為某一家支彝目，在涼山

複雜的家支譜系與姻親關係、冤家仇鬥、資源競爭等綜合因素之

下，土司不免涉入某一家支群的集體暴力活動，甚至是暴力事件

的主角，政治立場混亂，也使得清朝政府在當地的行政控制極不

穩定，此另述於後文。  

清朝西南地區治理的核心始終在於「族群」問題，依據長期

歷史經驗及清朝皇帝的想像，漢族與少數族群的交往，特別是在

漢法居霸權地位的經濟活動領域，少數族群經常處於劣勢，被視

為民、苗（彝）關係的起釁之由。25例如《清高宗實錄》記載署湖

廣 總 督 唐 綏 祖 （1686-1754） 奏 報 湖 南 苗 疆 的 情 形 ： 「 南 省 苗 疆 州

縣，每有漢奸重利盤剝，占奪田土，以致仇殺滋事。」26因此，隔

離保護一直是處理民苗關係的基本方針與立法原則，清朝政府在

「苗疆」實行了所謂「因俗而治」的族群政策，透過行政及法律

的 手 段 來 明 確 、 固 定 族 群 身 分 ， 劃 定 漢 苗 、 漢 彝 生 存 活 動 的 界

                                                       
24 清．張集馨撰，杜春和、張秀清點校，《道咸宦海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1），頁110-111。  
25 本文中使用「漢法」一詞，實包含二層內容，第一層是清律、《大清律例》，也

就是成文法部分，承繼唐律、明律沿革而來，充分呈現漢人法律傳統。第二層是

法律實踐、法律實踐之外與調解機制中的習慣法與法律文化，尤其在錢債、田土

等民事案件中，法律條文的實踐並非必要條件，廳州縣官經常依循習慣法進行裁

判、調解或教諭，而民間也存在相關活動運行的規則，此習慣法與漢人社會是一

有機組成。  
26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1964），卷351，頁5319，乾隆十四年十月乙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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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人為地規範兩個人群的接觸、交往甚至隔離。27問題在於，這

一認識與原則是否同樣適用於彝族、「夷疆」？在不同的歷史時

期 ， 中 國 王 朝 與 漢 族 社 會 對 西 南 地 區 諸 族 系 有 不 同 的 稱 謂 與 描

述 ， 以 及 相 應 的 地 理 指 稱 ， 諸 如 「 六 里 紅 苗 」 、 「 古 州 苗 」 、

「 猺 」 、 「 獞 」 、 「 㺜 」 、 「 夷 」 等 等 ， 苗 、 彝 之 不 同 自 不 待

言；即使統稱的「苗」、「夷」內部，因空間不同，人文內涵也

千差萬別，誠如康熙間貴州巡撫陳詵 （1644-1722）所言：「各種相

聚 不 一 ， 其 方 隔 一 重 山 ， 即 換 一 種 苗 。 」 28由 金 沙 江 畔 至 瀾 滄 江

邊 ， 全 是 數 不 清 的 彝 支 ， 自 有 語 言 、 習 俗 、 服 飾 等 等 差 異 。 然

而，族群間的差異固然要區別、定義，卻並非沒有共同討論的面

向。就法律方面而言，清朝關於西南少數民族立法缺乏専屬的單

行法規，對於西南族群內部差異也沒有嚴謹區別，其立法散見於

各條例、則例、禁約、章程、上諭和奏議，有些條文規範對象只

稱「苗人」，有時「苗夷」、「苗蠻」並稱，有些善後章程則只

專對某地區的「苗人」、「苗地」或「夷人」、「夷地」。事實

上，清朝政府所使用的「苗疆」一詞有廣義、狹義之區別，廣義

的 苗 疆 包 括 了 雲 、 貴 、 川 、 湘 、 兩 廣 諸 族 系 生 活 的 領 域 ， 例 如

《清世宗實錄》載：「雲、貴、川、廣等省苗疆地方，請照臺灣

例，令文武官弁互相稽察。」29「苗民」一詞有時也作為西南諸族

系 的 概 稱 ， 例 如 《 清 高 宗 實 錄 》 載 ： 「 雲 、 貴 省 分 ， 向 有 獞 、

猺、猓玀等，均係苗民。」30因此，某些苗疆條例是通例，或某省

                                                       
27 李文良，〈清嘉慶年間湖南苗疆的「均田屯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102（臺北，2018.12），頁1-36。李文良認為清廷將乾嘉之際波及整個苗

疆的社會動亂，歸因於大量外來移民侵占苗民土地資源，從而導致苗民貧困、族

群對立衝突。因此在善後事宜的政策規劃上，強烈指示促使地方社會回歸明代的

狀態：皇帝區隔民苗之理想期待。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第

1輯，頁395-405，〈貴州巡撫陳詵．奏陳貴州省土司苗蠻居址疆界並土官設置及不

法情形等事摺〉，康熙四十六年二月一日。附件：〈附夾硃批聖訓諭旨一紙

片〉，頁405。  
29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1964），卷147，頁2054，雍正十二年九月丁亥條。  
30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416，頁 21072，乾隆

五十七年十一月丙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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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准之條例，也可以、可能被其他省分援例，用以處理本省少數

族群治理問題。31因此，本文引用苗疆事例，並非對苗、彝等族群

不加區別、混為一談，而是立基於共同的法律層面進行討論。換

言之，此一隔離保護的原則同樣體現於「夷疆」的立法與法律實

踐之中。  

然而，隔離保護思維、「因俗而治」的政策，實際上卻有可

能 是 造 成 族 群 關 係 不 穩 定 的 潛 在 因 素 。 在 漢 人 、 熟 彝 與 生 彝 之

間 ， 清 朝 政 府 以 山 川 、 塘 汛 劃 定 了 一 條 區 隔 兩 個 人 群 的 人 為 界

線，也作為漢人開發活動的邊界，防範雙方交往可能產生的糾紛

與衝突；因此，這一大片生彝活動的領域就成為三不管的生界。

劃在生彝與漢人、熟彝之間的人為界線，試圖將自然生態、人類

生態隔離，這樣的努力往往得不到正面回應，來自涼山內、外的

兩股力量不斷地衝擊，使得這條界線不停地推移。  

第一股力量是來自外部的力量，內地人口壓力驅使漢族人口

持續、擴大移入與爭奪資源，甚至於越界開發。大約在乾隆朝中

期，四川內地容納外來人口接近飽和，流動人口又向周邊山區及

苗疆擴散，涼山地區流動人口移入及加速開發的現象就是出現在

這一時間點，與川陝楚地區情形相同。以雷波廳（衛）為例，雍

正八年（1730），該衛轄下僅彝民 3,714 丁口。至乾隆二十六年，合

併黃螂所戶口，該廳彝民下降至2,454丁口，卻出現漢民 189戶 632

丁口。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查戶口，舊管漢、彝民人共 4,575 丁

口，新收報墾漢、彝人數達12,532丁口，這種異乎尋常的人口增長

應與內地流動人口有關。至嘉慶九年（1804），清查實在漢、彝民

人男婦人數，已達 97,941 丁口。32此處所引用的「丁口」數據，並

非現代人口普查的真實數據，但也不能單純視為明清時期的「計

稅單位」，雖然無法精確表達實際人口數量與變動，但是仍然可

                                                       
31 鐘千琪，〈清朝苗疆例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

157-173。  
32 清．秦雲龍、萬科進纂修，《（光緒）雷波廳志》（收入施維編，《中國地方志

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69輯，影印清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成都：巴蜀書

社，1992），卷12，〈戶口志〉，頁66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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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現人口高度成長的趨勢，而且通常是低估的人口數。33 

清朝人口、移民問題與林礦資源開發息息相關，大約在同一

時期，即乾隆二十九年以後，清朝政府對於治下「苗疆」的管制

鬆綁，限制民苗往來交易的條例逐一解除，部分地方允許民苗通

婚。34雖然，此舉不過是對於現實中民、彝雜處的情形做出形式上

之承認；但是，解除了法律的限制，流動人口及其開發資源的步

伐卻如同脫韁野馬，勢不可止。當中，清朝政府與地方官員不僅

主導族群、移民政策轉變，甚至於一同加入了積極開發涼山地區

的行列，與商人、流民等一起開發農、林、礦資源，此事涉及清

朝開礦政策方向的轉變。  

關於開礦政策，雍正朝基本傾向於保守態度。35例如四川提督

黃廷桂 （1691-1759）在平定雷波地區後，也曾分別奏請土地開墾與

開礦，土地開墾得到雍正皇帝 （1678-1735，1722-1735 在 位 ） 贊同，而

開礦一事則被嚴厲駁斥。清朝保守的開礦政策在乾隆朝前期至中

期逐漸發生轉變，四川督撫陸續奏請開採銅、鉛、鐵等礦，尤其

建昌地區，相繼得到乾隆皇帝 （1711-1799，1735-1796 在 位 ） 批准，其

                                                       
33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劉錚雲，〈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資料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乾

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的幾點觀察〉，收入劉錚雲著，《檔案中的歷史：

清代政治與社會》，頁389-419。在雍正朝攤丁入地、乾隆朝停止編審人丁之後，

乾隆皇帝及嘉慶皇帝皆試圖透過保甲制度進行真實丁口的普查，只是這一政策意

圖在官僚體系的調適之下始終無法真正達成。惟何炳棣、施堅雅、曹樹基等皆認

為乾隆四十年（1775）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間的丁口統計大體上是可信的，

具有一定的可參考性。就四川地區人口統計而言，曹樹基、劉錚雲皆指出當地呈

現過高的人口增長率，當中除了人口移動的影響，通常情況是民數冊所載人口數

字普遍存在低估現象，這顯然與胥吏基於某些考量任意編造數據有關。  
34 清．崑岡等纂修，清．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第809冊，卷774，〈刑部．兵律．關津〉，頁498。  
35 在雍正朝進行政區重劃、改土歸流時，各地督撫出於各種原由，包括鑄錢、稅

收、生計與人口壓力等，紛紛奏請開礦；然而，僅有鄂爾泰、金鉷等少數督撫關

於雲貴、廣西的開礦建議出於某些原因（信任關係或者授意）得到允准，關係到

錢法的銅、鉛尤其得到開發，其餘大多數的奏請都被訓斥駁回。這一保守的政策

傾向，與雍正皇帝擔心山區開礦聚集眾多流民，一旦地方官員管理不善，可能發

生嚴重的治安變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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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多以鑄錢以利民用、增裕國課及補充地方經費、供養流民等

為說辭。 36清 朝 政 府 的 擔 憂 仍 然 不 外 乎 流 民 聚 集 的 治 安 問 題 ； 然

而，相較開礦伐木之利與人口壓力，乾隆皇帝已轉向開放政策，

弛禁成為趨勢。以屏山縣為例，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四川總督阿爾

泰（1691-1759）奏稱：「敘州府屬屏山縣、保寧府屬南江縣，各有

荒田地百餘里可以開墾，現均督員經理。」37同年五月奏：「屏山

縣 李 村 、 石 堰 、 鳳 村 三 處 產 鐵 ， 應 請 開 礦 採 取 。 」 38同 年 五 月 又

奏：「屏山縣利店、茨黎、榮丁三處產鐵，請開礦採取。」39在阿

爾泰異常積極的開發行動下，同年九月屏山縣因此分設了馬邊廳

以管理新闢地方。40 

金沙江、漢水流域的森林開發也日益興盛，作為中間集散地

的漢口竹木市場的木材流向，除江南消費需求為大宗之外，其次

就是京師、直隸、山東的河工用途及皇家買賣，當中摻雜有皇家

營利目的及建築需求。41以雷波廳為例，該廳山區老林有杉、松、

楠木等林木資源，乾隆前期已有江西、湖廣商人領票入山開採； 42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川總督阿爾泰藉京師天壇採辦大木的名

義，在雷波山中採得九丈五尺以上之楠木二株、杉木一株，並架

路辦運回京，獲得乾隆皇帝嘉獎。43在上述情形下，涼山地區的流

動人口唯有聚集越多。  
                                                       
36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

《清代的礦業》（北京：中華書局，1983）。  
37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709，頁10230，乾隆二

十九年四月辛亥條。  
38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711，頁10246，乾隆二

十九年五月丙子條。  
39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711，頁10247，乾隆二

十九年五月戊寅條。  
40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718，頁 10321-10322，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壬戌條。  
41 石瑩，〈清代漢口的竹木市場及其規模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1

（北京，2015.1），頁108-119。  
42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340，頁 5167，乾隆十

四年五月壬戌條。  
43 清．慶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799，頁11298，乾隆三

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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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口大量移入，當有限的官地、荒地開發占盡，首先受

到衝擊的是府廳縣及土司轄下的熟彝、彝地。明目張膽的土地掠

奪當然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漢民一般是採取買賣、典賣、租佃等

內地商業形式進行土地的使用、取得，這是官方默許與支持的。

熟彝與漢人在行政與法律地位上無異，他們之間的交易是依循內

地漢法進行交易。但是，其間的侵占形式一如內地，嘉慶間鴻臚

寺少卿卓秉恬 （1782-1855）指出：「蓋彼地漢夷接壤之處，漢租夷

地 ， 日 事 盤 剝 ， 數 年 而 地 為 漢 有 ， 浸 佔 浸 深 。 熟 夷 至 無 立 足 之

地 ， 積 怨 深 怒 。 」 44又 道 光 間 四 川 總 督 鄂 山 （1770-1838） 奏 稱 ：

「所有田土悉給漢民佃種，久之開闢成熟，非拖欠租粟，即任意

盤 剝 ， 其 佃 種 之 田 半 轉 為 己 有 。 漢 民 愈 聚 愈 多 ， 夷 人 生 計 日

蹙。」45漢人想方設法侵占彝人土地幾乎是官方公認的事實，漢人

的欠租行為實為計劃性的，或者是有意識的奪取，其手段之一是

將土地產權之移轉過程轉化為小額債務糾紛，其憑藉在於，地方

廳州縣官員對於這類小額債欠未必積極受理，且缺乏具體適用的

法律得以依循實踐；46而且彝民中有意願、能支應訴訟費用（高於

或接近債務金額）尋求國家審判權威者，比例上也不可能太高，

當中就存在可資利用、操作的空間。換言之，上述民事糾紛在適

用漢法、內地法律的司法運作中，彝民常處於劣勢，或者根本排

除在國家司法實踐之外。例如卓秉恬所言：「蓋緣漢奸與熟夷興

訟，未有不袒庇漢奸者，漢奸之敢虐熟夷，未有不賄通書差、兵

丁者。」47清朝政府深知其弊，嘉慶間曾經試圖以訂定《漢民私佃

                                                       
44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

編號：053935，〈鴻臚寺少卿卓秉恬．奏報訪聞雷波等處皆由漢奸滋弊情形〉，

嘉慶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45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3391，〈四川總督鄂

山．奏為清溪等廳縣境內夷匪剿捕完竣後應辦善後事宜請旨〉，道光十三年四月

初三日。  
46 李宗育，〈《大清律例．刑律．鬬毆》與和諧秩序的想像─十九世紀中國川陝楚

地區客民錢債糾紛及其暴力〉，頁117-166。  
47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3935，〈鴻臚寺少卿

卓秉恬．奏報訪聞雷波等處皆由漢奸滋弊情形〉，嘉慶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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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地章程》來控制治安亂象，48但是規定的重點僅僅在於漢民佃戶

的編查與管制，只圖被動地掌握人戶而非解決雙方民事糾紛，對

於這類內地與苗疆同性質的產權糾紛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司法實

踐，而地方官員能展現作為者十分有限而且消極。  

該 地 區 漢 彝 之 間 的 田 土 交 易 衝 突 ， 通 常 以 （ 小 額 ） 錢 債 糾

紛、索欠鬥毆的形式呈現，例如一件嘉慶二十一年（1816）雷波廳

鬥殺案，原因該廳彝民刷吉早年將土地典當給漢民朱仕元，得過

當價銀六十兩並佃回耕種，議明每年租穀十二石、立有字約，刷

吉因欠租穀七斗未給付，朱仕元子朱芳貴前往索討，引發鬥毆。 49

又如道光九年（1829），雷波廳民人張世貴至馬臥漕地方承當廳屬

熟彝盧蜡雞地土住耕、帶開酒店，議定當價銀三十五兩，立有約

據，張世貴欠給十三兩，盧蜡雞屢討不還。這類民事糾紛背後往

往隱藏著漢人計劃性的侵占，進而引發個體間的暴力，甚至發展

成搶掠燒殺、群體衝突的大案。50另有一類的漢彝鬥毆暴力是欠給

僱 工 工 錢 的 形 式 ， 例 如 嘉 慶 十 四 年 （1809） ， 西 昌 縣 客 民 余 世 位

（貴州人）在河東長官司所管彝地佃種，僱請彝人阿合等五人幫

種 包 穀 ， 議 定 工 錢 四 百 文 錢 ， 事 後 未 給 工 錢 ， 阿 合 等 人 索 討 鬥

毆，以石塊毆傷余世位身死。51涼山地區日常生活中的個體暴力衝

突，與族群身分似無直接關聯，卻可以察覺到漢人善於利用彝人

在商業與法律活動中的弱勢位置，逐步地、公然地掠取彝地，剝

削彝人勞動力，雙方的衝突遂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而他們的應

對方式通常是直接訴諸鬥毆暴力。  

                                                       
48 清．曹振鏞等奉敕修，《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1964），卷261，頁3864，嘉慶十七年九月己亥條。  
49 杜家驥主編，《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輯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第3冊，第5766包，頁 1580-1581，〈四川雷波廳民朱芳貴因索欠穀被夷民

刷吉毆斃案〉，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0），頁 912-944，〈成都將軍昇寅等奏為審明熟夷糾約生番焚搶漢奸房屋什物

按例定擬摺〉，道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51 杜家驥主編，《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輯刊》，第 5184 包，頁 1551-1552，

〈四川西昌縣夷民阿合等因索討工錢致傷僱主余世位身死案〉，嘉慶十四年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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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林礦資源的市場需求與經濟利益，驅使漢民越界謀取礦

產、林木資源等，亦是邊境人群衝突的一大根源。例如道光十五

年（1835）峨邊駐防參將稟報一件漢人越界偷砍林木資源的事件：

「 有 彌 勒 岡 窮 民 男 婦 ， 潛 入 夷 地 偷 砍 竹 木 ， 經 甘 落 三 溪 夷 人 遇

見，禁阻不理。正在摔鬧，該處防兵得信，帶同十三支夷目庚乎

等 趕 往 ， 即 將 男 婦 十 名 口 截 回 。 」 52林 、 礦 廠 經 營 需 要 大 量 勞 動

力，聚集的流動人口更多，其利益糾紛經常引發人數規模較大的

衝突暴力，據嘉慶間四川按察使董教增（1750-1822）形容：「該處

（雷波廳）素有銅鉛，各廠砂丁人等多係無籍貧民，而流俗相傳

夷人界內尚有金銀礦苗，奸民計圖開採，與猓夷常相搆隙。」53具

體的事例如嘉慶七年（1802）雷波廳境內，有「廠徒」劉萬林等人

意圖在彝地設廠採礦，聽聞境內有彝人鬧事，挾早前彝人不允許

其開礦的嫌隙，藉機帶領砂丁毆殺彝目、燒彝人房屋，意圖將彝

人激變。同一時間，峨眉縣境又有漢人陳奇等人，向水居地方彝

人佃價淘金，後因淘金虧本，向彝人索還佃價，並以暴力威脅，

引起彝人燒搶報復。54以上兩起暴力事件後續都引發了當地更大規

模的漢彝暴力衝突與清朝政府的軍事鎮壓。  

就田土交易、勞力僱用、商品買賣等等一般經濟活動而論，

彝漢之間其實是進行合作發展的模式，彼此有相當密切的交往，

其爭點與衝突是一般經濟糾紛，而非基於族群的身分、差異（例

如：血緣、身體、文化）或排外心理；55衝突根源主要是因為政治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 1159-1168，〈成都將軍

寶興等奏覆峨邊十三支夷極為安定等情摺〉，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5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1995），第 14 輯，頁 535-537，〈四川按察使董教增．奏辦雷波夷猓起釁及現在籌

辦情形摺〉，嘉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5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5 輯，頁 379-381，〈四川按察使

董教增．奏為查獲峨眉滋事漢奸審明分別定擬並辦理善後各事宜摺〉，嘉慶七年

八月十四日。附件：〈附奏呈四川省八月分米糧價值清單〉，頁382。  
55 由於族群身分分別與所有權者（通常是彝人）、開發者（通常是漢人）連動，原

本屬於客觀條件，兩者間的資源競爭、經濟利益糾紛才是主觀條件，即衝突之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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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決定了漢法霸權地位，進而造成的漢人與少數族群之間在內

地商業與法律運作知識的不對稱、不平等，司法制度反而成為鞏

固這種不平等的機制，漢人往往利用此一優勢條件進行土地占有

或勞務剝削，使彝人的經濟地位處於劣勢。由於漢彝之間缺乏有

效的仲裁或調解機制，既無法透過地方司法活動，或以仲裁、調

解 、 協 商 等 社 會 機 制 中 擺 脫 被 剝 削 的 困 境 ， 彝 人 通 常 會 採 取 暴

力，進行報復與掠奪。  

以林、礦資源開發而言，無論是否涉及越界問題，林、礦資

源都位於彝人家支的活動地盤與社區範圍內，彝人或其家支意願

與否、交易糾紛是爭點所在。在這類糾紛事件中，漢人是以團體

的形式與彝人互動，開廠採礦伐木不僅人力眾多，而且往往有爭

奪情事發生，或械鬥，或自衛，故而其團體多半具有武裝性質，

此 情 形 如 同 川 陝 楚 秦 巴 山 區 ， 礦 廠 、 木 廂 團 體 都 是 地 方 治 安 隱

患，甚至是暴力犯罪團體；因此，這類糾紛衝突經常是直接進行

集 體 暴 力 。 進 而 ， 有 地 方 暴 力 精 英 、 暴 力 犯 罪 團 體 利 用 衝 突 情

境、彝民採取暴力的傾向，挑釁、激變彝人，意圖引發清朝政府

的武力鎮壓，以國家暴力削除彝人勢力，利其奪取資源。56這種操

作「暴力」的心理值得思考，57為何可以期待利用國家暴力剿除彝

人以利其開礦？這種想像與期待立基於什麼社會情境與認知？一

種可能的解釋是，這種事件操作或類似的暴力情境經常出現在現

實社會中，可能是普遍的生活經驗，也可能是共同記憶，地方的

暴力精英正在利用這種「暴力」的資源。  

四、彝人的暴力文化與暴力形象的形成 

第二股衝擊漢彝人為邊界的力量，是涼山內部彝族的人類生

態與暴力文化。涼山彝族基本上是在高山谷地從事游牧並兼種雜

                                                       
56 所謂「地方暴力精英」、「暴力犯罪團體」之指稱與定義，詳見後文第五節第一

小節。  
57 此處「利用『暴力』」中的「暴力」，係指一種「暴力情境」資源、暴力想像，

或是他者的、國家的暴力活動。目的在表達一種利用暴力的暴力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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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 的 生 產 形 態 ， 熟 彝 則 傾 向 漢 族 的 農 業 形 態 ， 或 者 介 於 兩 者 之

間。一般而言，彝族家支各自占有一定地盤，多以山河為界，形

成家支社區；然而基於游牧生活形態與打冤家等外部因素，涼山

生彝住居、生活地盤並非永久固定。58王明珂指出，涼山彝族具有

特殊的人類生態，對內以階序化的社會分配生活資源，對外以戰

爭、搶掠，或在資源匱乏時向外地開荒以取得資源；打冤家中失

敗的一方可能會向外地出走依附親屬家支，在另一地方重建本家

支。59當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論點：一是涼山彝族的遷移性（或者

需要更大範圍的活動空間）。二是涼山彝族的家支譜系、家支文

化。三是涼山彝族「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及其暴力文化。藉助這

三個論點，有助於理解涼山彝族的暴力形象的根源、形態。  

首先，清朝政府在涼山地區所實施的隔離政策，一旦面臨彝

族的遷移活動及其人口增長，或者是不定期的自然災害、災荒，

可能發生人群移動、跨越邊界及領域衝突，這是一種根本性的對

立。其次，涼山彝族以家支譜系記憶所構成的血緣家支，形成不

同地方的同一家支的人群聯繫，所謂生彝與熟彝之身分區別，及

清朝政府在其間設定的地理界線，並不能切斷這一家支聯繫，不

同地方的彝人大、小家支經常緊密聯動，某地方熟彝家支所發生

的暴力事件，時常牽動另一地方的生彝家支。換言之，清朝政府

的隔離政策未必能一體適用各個苗疆；在涼山地區，隔離的界線

未必能限制人群的移動與聯繫，反而可能成為妨害人群自然活動

的不確定因素。再次，居於社會階級頂端的黑彝家支，類似一種

武士貴族統治階層，其祖源傳說充斥著英雄與戰爭的記憶，使用

戰 爭 、 搶 奪 等 暴 力 行 為 成 為 其 記 憶 與 經 驗 ， 極 為 重 視 榮 譽 與 武

力。此一暴力文化背後其實包含了作為資源補充與保險機制的掠

奪式經濟，並從中培養尚武精神；在嘉道時期人群資源競爭的情

                                                       
5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1314-1322，〈四川總督

琦善奏參濫許銀兩與彝民私和之守備請革拏問並將相關員弁歸案質訊摺〉，道光

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59 王 明 珂 ， 《 反 思 史 學 與 史 學 反 思 ： 文 本 與 表 徵 分 析 》 （ 臺 北 ： 允 晨 文 化 ，

2015），頁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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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這種暴力文化特別容易被突顯出來。60 

隔離政策與彝族人類生態之間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衝突，

以及彝族的暴力文化，成為漢人書寫彝人暴力的主要題材。十九

世紀以降，漢人書寫的文獻中最常提到的有關彝人暴力行為的風

俗有二，一是「打冤家」，一是「綑掠人口」。61涼山彝族因為爭

奪財產（例如：財物、土地、娃子）、婚姻糾紛、人命等等原因

而 結 仇 ， 由 於 彼 此 和 解 不 成 ， 進 而 互 相 鬥 殺 、 搶 掠 、 偷 襲 的 習

俗 ， 稱 為 「 打 冤 家 」 。 打 冤 家 是 家 支 （ 群 ） 之 間 的 集 體 暴 力 活

動，通常經過家支動員及先期準備階段，接著才進行公開戰鬥或

偷襲；過程中黑彝是主要的決策與領導者，並且在戰鬥中總是衝

在最前線，展現其英雄形象與信譽，戰鬥勝利是家支及參戰黑彝

的光榮，尤其年輕黑彝總是愛好械鬥。62打冤家的習俗絕非涼山彝

族 所 獨 有 ， 湖 南 苗 疆 中 也 有 打 冤 家 的 苗 俗 ， 據 《 楚 南 苗 志 》 記

載：「苗人偶遇爭競不平，深仇夙怨，欲拿人抵事，驟難即得，

而 忿 不 可 釋 ， 則 有 所 謂 『 打 冤 家 』 者 。 即 定 例 所 云 『 穴 鬥 』

也。」63其源頭乃是人類社會原始的血親復仇、報復私鬥的行為，

即使自許文明的中國社會，在先秦時期法家禁止私鬥成為帝國法

律傳統以前，私鬥是非常普遍的活動，孔子亦主張合於禮、義的

血親復仇。64而在「鬥毆」被法律禁止的歷史時期，地方械鬥、個

                                                       
60 林耀華，《涼山夷家》，第七章，〈階級〉，頁71-81。  
61 清．劉文蔚，《雷波瑣記》（收入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3 輯，第24

冊，影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年間（1875-1908）刊本，臺北：華文書

局，1968），頁640-645。  
62 林耀華，《涼山夷家》，第八章，〈冤家〉，頁 82-91；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

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四川省

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資料選輯》（收入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

會、《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

案集成》，第5 輯，《中國少數民族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第 81 卷（北京：中央民

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293-298、頁399-409。  
63 清．段汝霖，《楚南苗志》，收入《中華古籍資源庫》，影印乾隆二十三年（1758）

刻本，卷 4，頁 23b-25b。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4& 

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11669（2023/1/5）。  
64 李宗育，〈《大清律例．刑律．鬬毆》與和諧秩序的想像─十九世紀中國川陝楚

地區客民錢債糾紛及其暴力〉，頁11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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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鬥毆也從未在中國社會及法律實踐中絕跡。漢人社會之鬥毆、

集體械鬥與少數民族社會打冤家之區別，在於前者是法律禁止的

違 法 機 制 ， 後 者 則 是 社 會 公 認 的 合 理 機 制 ， 而 不 在 於 其 行 為 本

質。  

對內部而言，打冤家或者發生在各家支之間，或者發生在同

家支的親屬之間，可以持續數代人仇殺不休，也存在以財物賠償

人命以化解仇恨的機制。據今人考察指出，就本家支內部而言，

彝族其實頗重視人命，打冤家往往殺傷人命即止，過程中藉機燒

搶 財 物 、 擄 人 勒 贖 ， 這 種 暴 力 文 化 中 實 含 有 特 定 的 社 會 經 濟 功

能，參與者主要也是擁有財產權的黑彝或曲諾，而且黑彝得到多

數的戰利品。65對外部而言，打冤家的對象可以轉移至其他族群，

嘉 道 年 間 的 漢 彝 衝 突 中 ， 彝 人 經 常 以 打 冤 家 之 名 向 漢 人 進 行 報

復。66 

很多時候打冤家只是藉口，其實志在乘機焚搶財物、擄掠人

口，進行掠奪式經濟。 67相關案例極多，如道光十二年 （1832） 成

都將軍那彥寶 （1762-1843）奏報越巂廳在二個月內有二十五起焚搶

案件，其中只呈報了七件，十八起未具報，暴力情況可謂是相當

嚴重。68彝人焚搶活動的另一種情境是「歉收乏食」，例如嘉慶十

                                                       
65 林耀華，《涼山夷家》，第八章，〈冤家〉，頁82-91；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

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民族問題資料．檔案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四川省

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資料選輯》，頁293-298、頁399-409。  
6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20 輯，頁749-755，〈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籌議夷疆善後事宜奏請聖訓摺〉，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 912-944，〈成都將軍昇寅等奏為

審明熟夷糾約生番焚搶漢奸房屋什物按例定擬摺〉，道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1108-1114，〈成都軍將瑚

松額等奏報峨邊廳屬雅札等支彝民滋事現全案辦理完竣摺〉，道光十四年八月十

九日。  
6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15 輯，頁 224-225，〈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雷波夷務辦理已有頭緒摺〉，嘉慶七年八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1095-1099，〈成都將軍瑚松額等奏參辦理

彝民案件延玩之參將遊擊摘去頂戴懲儆摺〉，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6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48-954，〈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參越巂廳營文武等官疏於防範彞民搶劫案件摺〉，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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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馬邊後營四支熟彝聲稱歉收乏食，聯合涼山生彝入境焚搶。 69

同年，峨眉縣歸化汛卡外嶺夷十二支也聲稱「收成不好」、「沒

得吃的」，聯合清溪縣曲曲鳥彝人焚搶內地。這類歉收乏食的搶

掠案件一般被官員視為「事所常有」、 70「尋常夷案」， 71可見其

頻繁的程度。雖然無法斷定歷次案件當中是否真實發生過災荒，

或者只是彝人焚搶行為的藉口，但是此一情境不會是完全虛構、

想像的，一個族群被圈禁在有限的自然生態、地理環境之中，人

口、氣候、水文等條件的變遷，確實可能造成這種情形，這令人

聯想到北亞草原族群與中原帝國的邊境衝突。72 

彝人歉收乏食的處境又經常被他們自己聯結到對過去土地所

有權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生活中漢人的侵占，例如嘉慶十三年嶺夷

小頭目五呷供稱：「我們十二支人大家商議，聽得說歸化汛外馬

𤠑岩一帶糧地，在祖上時都是我們夷人管業，不知什麼時候被漢

人佔去了……，並想把漢人轟走了，我們好來耕種。」73十二支彝

動員的理由是對於漢人長期土地侵占的報復、打冤家。道光十三

年（1833）成都將軍那彥寶也這樣看待彝人的焚搶行為：「在熟夷

之意，衹在奪回地畝，使漢民逃散，彼得插佔耕種，其技倆僅只

                                                       
6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9 輯，頁 500-504，〈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官兵進剿後營滋事夷匪各情事摺〉，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十七日。  
7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9 輯，頁 500-504，〈四川總督勒

保．奏報官兵進剿後營滋事夷匪等情形摺〉，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十七日；國立故

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8 輯，頁 871-873，〈四川總督勒保．奏

報馬邊廳地方有番夷出巢滋事請添調官兵緣由摺〉，嘉慶十三年五月十日；國立

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道光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第 4

輯，頁 706-707，〈署理四川總督蘇廷玉等．奏為確查夷務情形摺〉，道光十八年

七月二十七日。  
7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 1119-1125，〈成都軍將

瑚松額等奏報查明提督楊芳辦理峨邊彝人案件不善緣由摺〉，道光十四年十一月

初七日。  
72 蕭啟慶，〈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收入蕭啟慶著，《元代史新

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303-322。  
7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19 輯，頁 642-647，〈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督率官兵夾擊嶺夷將趕山坪鹽井溪等處賊巢焚燬生擒夷目情形摺〉，嘉

慶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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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是以彼此效尤，相率競起。」74就廣義而言，以「災荒」為

名的焚搶活動也是打冤家的另一種形態。  

「 綑 掠 人 口 」 是 漢 人 控 訴 最 力 的 彝 人 暴 力 之 一 ， 據 張 集 馨

（1800-1878）《道咸宦海聞見錄》描述彝人綑掠人口的活動：「藏

匿深山，出没無定，擄人入山，配以蠻婦，使為耕種。久之，所

擄人性與夷同，樂為驅使，生子白骨，不似真夷之黑骨也。亦或

展轉售賣，莫知其鄉。」75彝人綑掠人口有兩種目的，一是作為社

會階級底層的奴隸，為其從事生產及各種勞務，屬於暴力性的勞

動 力 輸 入 、 補 充 。 76例 如 嘉 慶 十 九 年 （1814） ， 四 川 總 督 常 明 （?-

1817）奏言：「（寧遠府）該夷等擄掠男婦服役，其風已久，不止

數十百年。因夷性懶惰，憚於工作，專喜漢民為其服勞，往往潛

出邊界溷跡於熟夷之中，遇單身過往之人，即便擄去。」77一是作

為商品進行人口販賣，或者由涼山的一面輾轉販賣到另一面，又

或者向其家屬勒價贖回，例如道光七年（1827），成都將軍瑚松額

（1772-1847）奏報越巂廳搶擄漢民事件：「（生、熟夷人）乃於本

年春間，因夷地收成歉薄，輒敢潛至邊界，疊次遇有過路單身行

人及搭蓬棲止之窮民婦女，搶綑售賣。」78乾隆中期以來內地流動

人口進入彝人地面與日俱增，等於提供了大量可供擄掠的人口，

助長其風氣。而且，漢彝雜居成為涼山地區普遍的現象，基於生

彝與熟彝之間的聯繫，進行人口擄掠更為方便。彝人綑掠人口的

                                                       
74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2566，〈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為夷匪漢奸互相勾結分起焚搶調派官兵剿捕並查明起釁緣由〉，道光

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75 清．張集馨撰，杜春和、張秀清點校，《道咸宦海見聞錄》，頁110-111。  
76 參見：胡慶鈞，《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將涼山彝族社會定義為奴隸制社

會形態，反映了中共建國後唯物主義史學的意識形態。涼山彝族是否屬奴隸制社

會形態問題可分為二個層面，在歷史事實層面，據清朝文獻及近人中外考察報

告，黑彝家支社會中確實存在奴隸階級；在社會科學定義層面，黑彝社會中存在

的奴隸階級，是否可以據此將其定義為奴隸制社會形態仍有待商榷。  
77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1510，〈四川總督常

明．奏報剿辦寧越夷匪完峻由〉，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78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0972，〈成都將軍瑚

松額等．奏報查獲越巂廳屬夷匪等並審明嚴辦〉，道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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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也摻雜了生活中漢彝雙方糾紛與衝突的情境，不宜全部以彝

人暴力視之，例如道光十五年的一段案情記載：「查石萬海並非

修理營房工匠，係深入夷地砍木，趙劉氏係因打傷夷人牛隻，羅

仲榮等係因夷人牛馬走失，互相口角，致被擄去。」79當我們閱讀

上述文字而沉浸在彝人暴力活動的情境之中時，更應意識到大量

漢人開發者的身影，他們總是以暴力被害人的角色存在。  

涼山彝族的人類生態與文化中固然存在暴力的成分，但是僅

僅是在有限度的區域內部活動，它成為漢人書寫下的彝人暴力形

象，其實是經過一個激發、擴大的過程，其對象由內部人群轉變

為更廣泛的、外部的漢人族群。進一步說，觸發這一過程的關鍵

因素，其實是清朝政府默許、鼓勵內地漢族人口大量移入，他們

不僅作為涼山彝人生活資源的競爭者與掠奪者，也成為彝人仇恨

與實踐暴力的主要對象，涼山地區外部的生存壓力轉化成為涼山

地區內部的生存競爭，以及由此而來的暴力衝突。  

五、走向集體暴力的時代 

（一）動員：嘉慶時期的集體暴力對抗  

嘉慶時期涼山地區的衝突與暴力，從一種日常生活的面貌與

形態，升高成更大規模的集體暴力，當中的人群對立日趨嚴峻。

嘉慶七年雷波廳發生三件民間糾紛引起的命案，各有數名彝人被

殺，進而激起彝民憤恨不平，動員涼山生彝二千餘人入雷波廳、

屏山縣境內鄉場焚掠報復。與前文討論的彝人暴力不同，在這三

件刑案呈現的是漢人的日常暴力行為。第一件命案，漢民陳藹吉

在廳屬羊子橋、中山坪兩處開設雜貨布疋店鋪。嘉慶六年（1801）

十二月間，向彝人格別買豬八口，拖欠銀十兩未清償。嘉慶七年

四月十五日，彝目若底帶領扭扭等五人至羊子橋店鋪，代格別索

討欠款，當時陳藹吉在中山坪未歸，店夥計張華因為若底等人並

非債權人所以不肯償還，於是若底便搶布兩捆抵債，張華扭奪互

                                                       
79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71137，〈成都將軍寶興

等．奏為覆查峨邊廳夷匪情形並自請察議等由〉，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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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致斃若底，扭扭、阿栗等人因若底身死，所以起意糾彝人刻別

等人率眾報仇、焚毁店鋪。第二件命案，從事火藥走私活動的漢

人李逢春、朱勇松，在羅三溪渡口與彝婦結嚢口角爭吵，將結嚢

殺死，恐怕其親屬報仇，邀約李萬陞、謝榮昌等十二人趕赴大埡

將該婦家男婦殺死六名，當地彝民大娃子等糾眾追趕李逢春等欲

行報仇，途中遇見第一案中刻別等彝眾，因而合股一同前往。第

三件命案，廠徒劉萬林、石九萬、宋文元等人，先前因企圖越界

進入彝地開礦，受阻於彝人；聽聞前述兩案彝人事故，挾前嫌意

圖將彝人激變、引發官兵進剿，圖謀在彝地開礦，因而帶領砂丁

將途經彝人房屋燒毁，進城赴參將衙署聲請發兵，剛好遇到奉命

傳喚到衙署的夷目威計、別立，立即將二人毆殺。80 

第一件案例屬於個人間的鬥毆所引發的集體暴力。第二及第

三件案例，則是由「暴力犯罪團體」或者「地方暴力精英」所進

行的暴力。所謂「地方暴力精英」係以執行武力或暴力行為作為

職業、營生，並具有相應能力的人員，例如地方充當捕役、應募

營勇、鄉勇、職業型盜匪、武裝走私者、地方武師等等，或者實

為同一批人在不同職業身分間轉換，其身分並無一定界限。81而所

謂「暴力犯罪團體」，是以暴力犯罪為職業的多人團體，通常呈

現有組織的結群形式。暴力犯罪團體的成員有一大部分便來自上

述地方暴力精英。豫皖的捻子、四川嘓嚕、各地私梟等，都可以

歸類為暴力犯罪團體，早期的捻子就是從事強盜、走私、保鑣等

活動。前引私梟李逢春等人、廠徒砂丁劉萬林等人就是屬於地方

暴力精英。李逢春的私梟團體為暴力犯罪團體，劉萬林等雖然名

為經營礦廠的團體，實則具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一旦有需要，就

可 以 立 即 轉 變 為 暴 力 犯 罪 團 體 ， 同 樣 事 例 見 於 鄰 近 的 雲 南 等 地

                                                       
8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15 輯，頁143-147，〈四川提督豐

紳、四川按察使董教增．奏為查辦雷波夷務完竣業將首先滋事之漢奸夷匪審明嚴

辦各緣由摺〉，嘉慶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81 關於「暴力精英」之定義，係參酌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謂「暴力專家

（Violent Specialist）」之內涵，參見：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謝岳

譯，《集體暴力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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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礦廠都有私人武裝力量，或者爭奪礦脈，或者自衛，經常

械鬥搶劫，也是雲南回變的背景原因之一。82要言之，除了日常生

活常見的鬥毆暴力，暴力犯罪團體與地方暴力精英在集體暴力發

生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早期涼山地區漢人進行暴力活動

的主要結群形式。  

透過三起暴力案件，可以清楚窺見其中有漢人處心積慮地侵

占生活資源，當中不乏各種地方暴力精英與暴力犯罪團體，他們

不僅濫用暴力，也善於利用暴力情境引發暴力。為避免另一方的

報仇、暴力，先下手剷除對方可能的復仇者、親屬，基於暴力情

境中的極度不安全感，以集體暴力追求集體安全。甚至為了借用

國家暴力消除障礙，陰謀燒殺激起事變。當然，彝人也會立時採

取對應的暴力行動。這無疑是一幅充滿緊張與暴力的社會情境，

人群之間長期醞釀的不滿情緒與仇恨，因為一連串的日常暴力案

件匯聚，發展成為數千人以上的變亂。  

此後，每隔數年，彝人的集體暴力與清朝政府的武力鎮壓成

為固定的情節一再重演，集體暴力的模式形成。其中較具規模的

事件，如嘉慶八年（1803），馬邊廳有涼山生彝大木桿等家支一千

餘人，因天旱歲飢、乏食搶掠。83嘉慶十三年同時發生兩起，一是

峨眉縣嶺彝十二支聲稱歉收乏食，聯合歸化汛熟夷、（梅嶺頂）

嶺西曲曲鳥彝人等，入峨眉縣內地焚掠；一是馬邊廳所管轄後營

四支熟彝（共九支土百戶）聲稱歉收乏食，聯合涼山生彝大木桿

等家支千餘人突出內地焚搶。84嘉慶十九年同時有二起，一是雷波

廳有涼山生彝大木桿等六家分出十七支彝人，因歉收乏食，數千

人 入 境 焚 搶 ； 一 是 清 溪 縣 嘓 嚕 巖 彝 人 因 乏 食 出 掠 ， 傷 斃 附 近 居

                                                       
82 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  
83 清 ． 常 明 、 楊 芳 燦 等 纂 修 ， 《 （ 嘉 慶 ） 四 川 通 志 》 （ 影 印 清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1816）刊本，成都：巴蜀書社，1984），第 5 冊，卷 95，〈武備．邊防〉，頁

3028-3030，〈總督勒保奏為生番夷務辦理完峻摺〉，嘉慶八年七月初三日。  
8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19 輯，頁 498，〈四川總督勒保．

奏為籌剿夷匪大局情形摺〉，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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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5嘉慶二十一年前後，寧遠府境內涼山生彝瓜惹、西糾等支焚

掠八地熟彝及漢地，擄掠漢民勒贖。86 

在清朝文獻記述中，經常片面突顯彝人的集體暴力，而不是

日常生活中各方人群的競爭衝突與暴力情境，其原因有主觀、客

觀兩方面因素。主觀因素方面是漢人本位的書寫觀點，另論於後

文。客觀因素方面，涼山彝族的總人口數雖然遠不及漢人，然而

彝人以既有的、十分緊密的結群形式—家支，透過「木刻」傳

信進行家支動員，以黑彝（家支）為中心，可以迅速結集成千人

以上的團體進行集體暴力，因此容易被刻意突顯。87反之，這一時

期漢人雖然人口數占絕對優勢，但是當地鬆散的客民群體缺乏成

熟的社會結構與相應的結群形式，所以漢人總是被書寫成暴力被

害人的角色；與彝人集體暴力對抗的主要是國家暴力，呈現出國

家暴力與彝人家支群長期的集體暴力對抗結構。  

（二）敵人與團練暴力：道光時期的社區集體暴力化  

道光時期涼山地區集體暴力的情形持續發生，並蔓延到大涼

山 以 西 的 地 區 ， 在 寧 遠 府 越 巂 廳 等 地 方 ， 彝 人 暴 力 活 動 趨 於 活

躍。道光七年，越巂廳生、熟彝人及「漢奸」在邊界綑賣民人。 88

道光十一年（1831），越巂廳捫扒支彝焚搶新基姑汛弁兵房屋、人

口。 89繼而，道光十二年一、二月間連續發二十五起焚搶案件。 90

                                                       
85 清．常明、楊芳燦等纂修，《（嘉慶）四川通志》，卷 95，〈武備．邊防〉，頁

3038，〈常明、多隆武勦辦生番疏〉，嘉慶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86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1510，〈四川總督常

明．奏報剿辦寧越夷匪完竣由〉，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87 清．劉文蔚，《雷波瑣記》，〈打木刻〉，頁 639。據載：「夷人以木刻為信，木

刻長僅二寸餘，濶僅四分餘，厚則二三分不等。斜刻其首，劃紋於上，該夷自能

認識。凡傳言、定約皆用木刻，謂之『打木刻』。既打木刻，至死不變。數百里

外人不能至，送到木刻，絶無更變。然近日風氣大漓，有假作其人木刻遠送者。

據云木刻如真，則守而不渝，仍如舊俗。」木刻作為一種彝人約定、傳遞訊息的

載體，具有動員彝人家支的功能，也不免為有心者利用於集體暴力。  
88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0972，〈成都將軍瑚

松額等．奏報查獲越巂廳屬夷匪等並審明嚴辦〉，道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8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48-954，〈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參越巂廳營文武等官疏於防範彞民搶劫案件摺〉，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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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寧遠府烏坡廠地方又有彝人阿都、扁巴等糾眾圍廠滋鬧，

並 潛 通 沙 罵 土 司 。 91道 光 十 三 年 ， 清 溪 縣 松 坪 土 司 馬 林 勾 同 「 漢

奸」朱士隴，指使管下熟彝人搶掠，越巂、清溪、峨邊三廳縣彝

人並起滋事等等。 92道光十七年 （1837） 、十八年 （1838） ，涼山阿

什子家黑彝與大烏拋家黑彝熟果打冤家，乏食彝人趁機附和，熟

彝、「漢奸」從中勾結，搶掠馬邊、雷波廳內地。93 

嘉 慶 朝 特 別 關 注 邊 境 社 會 ， 面 對 涼 山 特 殊 而 長 期 的 暴 力 問

題，不乏四川籍官員為治理涼山問題提出各種建議。例如嘉慶二

十二年（1817）鴻盧寺少卿卓秉恬奏陳雷波廳情形，認為涼山彝族

暴力活動肇因自漢人（漢奸）盤剝，以及勾結書役、兵丁，激變

彝人；基本上是傾向理解、同情彝人暴力的立場。94但是，隨著涼

山暴力越演越烈，道光時期這種關注衝突情境的輿論已非主流。  

有論者指出，乾隆朝在南臺灣地區實行的「隘番制」，或者

嘉慶朝間在湘西苗疆建立的「均田屯勇」、築碉建牆等等邊防整

備，成功地維持了當地的秩序穩定與社會發展；95然而，在涼山地

區，四川地方官員始終沒能成功建設有效的邊防體制。道光間，

朝中官員紛紛對該地邊防成效提出質疑。例如工科給事中黃爵滋

                                                                                                                                            
9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48-954，〈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參越巂廳營文武等官疏於防範彞民搶劫案件摺〉，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二

日。  
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55，〈成都將軍那彥寶

等奏報剿捕烏坡廠積年滋事兇夷並追捕不法之沙駡土司畏罪自縊各緣由摺〉，道

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92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2566，〈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為夷匪漢奸互相勾結分起焚搶調派官兵剿捕並查明起釁緣由〉，道光

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9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 4 輯，頁 706，〈成都將軍凱音布

等．奏報確查夷務情形摺〉，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94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3935，〈鴻臚寺少卿

卓秉恬．奏報訪聞雷波等處皆由漢奸滋弊情形〉，嘉慶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95 李文良，〈清嘉慶年間湖南苗疆的「均田屯勇」〉，頁1-36；李文良，〈清乾隆年

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國史館館刊》，52（臺北，2017.6），頁1-

32；張振興，〈清朝治理湘西研究（1644-1840）〉（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

文，2013），頁9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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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1853）奏言：「臣前後閱邸鈔，查悉四川越巂、峨邊等夷，

屢出滋事，報平未幾，報警復聞，反覆無常，深以為怪。」96提出

嚴 飭 督 臣 、 力 矯 前 弊 、 以 杜 後 患 等 若 干 建 言 ， 治 彝 態 度 已 見 強

硬。道光中期以後，朝野文武官員的治彝立場更趨向嚴厲，但是

所 提 建 議 內 容 仍 然 不 外 乎 剿 、 撫 、 防 三 策 ， 實 際 上 多 屬 空 言 無

效，官民皆不勝其擾。另一方面，道光皇帝（1782-1850，1820-1850在

位）則在上諭中表明朝廷動用大軍征伐的難處：「儻厚集兵力，將

各夷種類，悉行殲除，得其地不足以養民。且大軍深入，水土不

宜，糜餉勞師，實屬不值。」97用兵涼山是將數百萬兩白銀的寶貴

經費浪擲於邊疆彈丸之地，不僅不值得，而且大、小金川之役殷

鑒 不 遠 。 因 此 ， 陸 續 有 官 員 建 議 組 建 地 方 團 練 ， 以 民 間 力 量 自

衛。例如道光十二年，成都將軍那彥寶飭令越巂廳編聯漢民、西

番 民 保 甲 ， 設 團 五 十 餘 處 ， 練 集 鄉 勇 九 千 四 百 餘 名 ， 「 羣 執 器

械」、「共衛身家」。98甚至，清朝政府進一步為團民提供鳥槍、

擡礮等優勢武器。99 

團練當中漢民比例為絕對多數，漢民組織團練、擁有器械固

然可以自衛，另一方面自然也成為地方暴力情境中的暴力團體之

一。例如道光十三年正月，峨邊廳發生一件以集團為名擅殺彝民

的不幸事件，其事件經過是當時廳境有彝人焚搶，欠口場鄉約馬

士齊、欠口牌頭李世友邀約楠木園鄉約李學潮、茶坪雷顯有等，

各分地段集眾設團防堵。馬士齊等因為認知肇事彝人與欠口、茶

坪 諸 姓 （ 熟 彝 ） 係 屬 姻 親 ， 又 沙 姓 與 諸 姓 非 親 即 友 ， 恐 懼 彝 人

                                                       
96 清．黃爵滋，《黃少司寇奏疏》（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

編》，第19輯，第185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卷 4，頁33，〈關邊防情多

蒙蔽請嚴飭督臣力矯前弊疏〉。  
97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1964），卷256，頁4591，道光十四年九月乙亥條。  
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66-988，〈成都將軍那

彥寶奏報越巂廳彝民迭搶傷人各案分別剿撫完竣並請開復議處各員摺〉，道光十

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99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323，頁5794-5795，道

光十九年六月庚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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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聯合行動（家支聯繫），彼此商量先將各姓彝民焚殺，除

去內患以便專心抵禦外敵。馬、李兩團人各自動手，李學潮等殺

死 沙 姓 各 家 七 命 ， 其 餘 逃 入 老 林 躲 避 ； 馬 士 齊 又 糾 約 團 首 黃 德

四，以集團的名義誘殺諸姓二十二家，內有情急自盡者、逃亡跌

岩身死者，被殺人數達七十三丁口。 100事後清查，所殺諸、沙兩

姓 彝 民 均 屬 於 安 分 守 法 的 居 民 ， 這 起 團 練 暴 力 事 件 可 謂 兇 殘 至

極。  

事件中漢人團練面對集體暴力威脅的恐懼與不安全感，採取

以集體暴力追求集體安全的手段，甚至想像「敵人」，任意對社

區內其他居民、其他族群貼上「敵人」的標籤，施以預防性的集

體暴力，呈現了當地漢人使用暴力、合理化暴力的心態。反之，

如 果 對 於 敵 人 的 想 像 、 追 求 集 體 安 全 、 預 防 性 集 體 暴 力 等 等 說

詞，都只是某種報復行為或掠奪行為的藉口，則是呈現了當地漢

人利用「暴力」的心態，民眾對於集體暴力的認知、暴力情境、

仇恨情緒、他者的暴力、國家暴力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不論馬、李等兩團人屠殺的動機是出於防患未然的想像，或者是

有挾仇報復的隱情，都呈現了當時涼山地區非常緊張、疑懼與暴

力 的 心 理 狀 態 ， 其 原 因 無 疑 是 根 基 於 長 期 以 來 的 暴 力 情 境 ； 然

而 ， 更 直 接 的 導 火 線 卻 是 清 朝 政 府 給 予 漢 人 組 織 武 裝 力 量 的 權

力。  

清 朝 政 府 於 地 方 推 廣 團 練 始 於 嘉 慶 朝 川 陝 楚 白 蓮 教 事 件 期

間。孔復禮認為清帝國晚期因為地方叛亂而發展團練、勇營（湘

軍等）的過程中，地方士紳名流掌握了地方武裝組建、領導，以

及地方稅收的權力，導致「地方軍事化」，而這一過程始於嘉慶

朝川陝楚地區。 101但是，嘉慶朝及道光前期地方團練的發展情形

仍 然 有 待 補 充 。 「 地 方 軍 事 化 」 概 念 暗 示 一 種 「 中 央 與 地 方 」

（ 上 與 下 ） 對 抗 的 結 構 ， 「 地 方 主 義 」 與 地 方 權 力 的 崛 起 ； 然

                                                       
100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5882，〈四川總督鄂

山．奏報審擬誤殺良夷首從各犯情形〉，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101 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

亂及其敵人：1796-1894 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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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更 多 的 研 究 指 出 ， 團 練 的 暴 力 有 許 多 複 雜 的 面 向 ， 包 括 對

上、對外、對內部的集體暴力，崔岷討論山東團練的興起，指出

團練扮演了二種截然相反的角色，一方面為清朝抵禦外犯的太平

天國及捻軍，另一方面卻形成抗糧抗官、意欲控制地方的風潮，

認為是十九世紀以士紳為主體的地方主義興起。 102其實，崔岷沒

有特別強調的，是團練內部的集體暴力。魏斐德指出道咸時期廣

東團練淪為宗族、士紳向上用以對抗官府權力、對內用以壓制農

民的有力工具，其結果是迫使農民大量加入秘密社會組織進行對

抗。 103鄭亦芳基於湖南、兩江、兩廣的區域比較，認為團練除了

正向功能以外，也有從事負向行為者，例如互鬥、叛亂、淪為盜

匪等等。104 

基於暴力史觀點，團練在晚清社會扮演複雜的暴力角色。自

孔復禮以降，諸多論者皆推論地方叛亂導致團練大興，卻忽略地

方情境中團練的興起可能導致更嚴重的集體暴力對抗，激發其他

結群與暴力，此事對於晚清暴力問題的影響至關重要。正如同魏

斐德具體指出，廣東士紳以團練壓制他者，促使地方資源競爭中

處於權力弱勢的其他宗族、精英或下層群眾，尋求同樣或其他結

群形式進行集體暴力對抗。換言之，擺脫「中央與地方」、「社

會控制」的觀點，並透過「暴力」的觀察，有助於更客觀地認知

團練在地方情境中多元、多向性的暴力角色與影響，又地方暴力

團體不只有團練一項，彼此間亦沒有絕對的界限。筆者以為，似

可以地方社會的「集體暴力化」這一概念來取代「地方軍事化」

在涼山地區的解釋框架。  

                                                       
102 崔岷，《山東「團匪」：咸同年間的團練之亂與地方主義》（北京：中央民族大

學出版社，2018）。  
103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華

南的社會動亂》，頁176-177；何文平，〈清末地方軍事化中的國家與社會—以

廣東 團練為例〉 ，《學術研究 》 ，2009：9（廣州 ，2009.9）， 頁114-121、 頁

160。何文平所討論的廣東團練仍不出孔復禮（Philip A. Kuhn）所提出的地方軍事

化及其權力結構的範疇。  
104 鄭亦芳，〈清代團練的組織與功能—湖南、兩江、兩廣地區之比較研究〉，《臺

灣師大歷史學報》，5（臺北，1977.4），頁29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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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團練問題的歷史現場，川陝楚教亂期間，敵我來自同

一 個 社 會 人 群 ， 議 者 主 張 遍 設 堡 寨 以 堅 壁 清 野 、 組 織 團 練 以 自

衛，其中隱含分明敵我、糾除奸細的用意，當時這一做法確實有

所成效。然而，時移境遷，涼山地區的暴力群體被賦予鮮明的族

群身分，不同的族群共同生存於一個有限的空間相互競爭生活資

源，是一種敵我對抗與衝突的長期結構，漢人以組織團練的名義

結群，適足以強化此一結構。更具體地說，此前面對涼山彝人的

暴力活動，乃是由清朝政府以優勢武力來鎮壓，「秩序」是透過

國家暴力來維持，是彝族家支群與國家暴力的對抗結構，這也是

帝國應對邊疆暴力的傳統模式；而道光朝以後，團練成為地方暴

力情境中的新成員、新興力量，他們或與官兵一起作戰，或者獨

立行動。 105新的暴力團體加入未必使另一方的暴力團體退縮、妥

協，反而可能使得另一方的人群在地方資源競爭中面臨更大的威

脅感與困難度，加深雙方的心理緊張、恐懼與對立關係。 106實際

案例顯示，團練的遍設並未使彝人放棄暴力，而團練自身卻成為

實施暴力的主角、暴力團體，最終是雙方走向集體的暴力對抗、

兩個人群的暴力，形成團練與彝人家支群對抗的結構。  

漢人不僅利用團練與外部彝人家支暴力對抗，在內部也製造

「敵人」，進行社區內部的暴力。由於社區內部為「漢彝雜居」

的住居形態，團練成員勢必包含熟彝與其他非漢族群，漢人團練

                                                       
10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966-988，〈成都將軍那

彥寶奏報越巂廳彝民迭搶傷人各案分別剿撫完竣摺並請開復議處各員摺〉，道光

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

066118，〈四川總督鄂山等．奏報清查定越巂等三廳縣戶口並籌議章程〉，道光十

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323，頁 5794-5795，道光十九年六月庚午條。又如前引會理州貓貓溝地方有黑彝劉

二馬頭滋事，署知州文芳調團練數千人入溝查拏之例，團練是當地官倚賴的主要

武裝力量。  
106 無論個人或群體，暴力情境的形成、暴力的實施絕非單方面的，而是雙方、多方

均身處於一種互相關注、情緒浸潤的情境中，某一方的情緒與行為都可能會引動

對方的相應改變，導致暴力情境的升溫或瓦解。參見：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著，劉冉譯，《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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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勾結生彝的想像，將社區內部的熟彝標籤為「敵人」，對其任

意實施集體暴力，峨邊廳妄殺良彝一案中，金口河團首黃德四，

「 恐 諸 姓 夷 人 被 夷 匪 勾 結 為 亂 」 ， 與 李 學 潮 等 團 約 定 「 假 稱 點

團，先將諸姓年壯夷人誘至岩朶溝，放鎗為號，兩下截殺後，再

往焚燒房屋，殺害人口」。 107同樣的事例與情境也發生在新疆喀

什 噶 爾 城 ， 道 光 十 年 （1830） 浩 罕 軍 圍 攻 喀 什 噶 爾 漢 （ 新 ） 城 期

間，內地商民再度以團練形式組織起來守城，他們集體陷入了外

部敵人與內部敵人並存的恐懼與暴力情境之中，以可能「通敵」

的想像與指控，對城內的回民進行暴力與屠殺；這起集體暴力事

件曝露了當地漢、回兩族群之間深刻而潛藏的不信任與敵意。 108

漢人團練所進行的內部暴力，引發社區內部更為嚴重的仇恨報復

與 集 體 恐 懼 ， 以 及 集 體 的 不 安 全 感 ， 成 為 下 一 波 集 體 暴 力 的 動

力。團練及其暴力，將大部分的社區民眾捲入集體暴力的螺旋，

形成社區的集體暴力化。  

（三）暴力極端化與長期化  

嘉慶十三年以後至道光前期，集體暴力程度發生了變化，據

四川總督勒保 （1740-1819）指出，過去彝人僅僅是「間出搶劫，並

未敢肆行焚掠傷人」，遇官兵則退入老林巢穴；這一時期則出現

了「殺斃人口」的現象，甚至「抗拒官兵」，顯然地彝人暴力呈

現升級的趨勢。 109而此時的清朝政府已平定川陝楚變亂，正有餘

力布署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於彝人暴力的處置漸趨嚴厲，國家

暴力程度同步升級，大軍深入梅嶺頂、涼山內部進剿，在雙方進

行軍事對抗下殺戮漸增。在官員的奏報中，不斷出現燒毁彝房、

糧 食 的 描 述 ， 例 如 「 並 將 兩 處 夷 房 七 百 餘 所 ， 全 行 焚 洗 」 、 110

                                                       
107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5882，〈四川總督鄂

山．奏報審擬誤殺良夷首從各犯情形〉，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108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

濟、民族和清帝國》，頁273-298。  
10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9 輯，頁 161，〈四川總督勒保．

奏報近日夷匪情形及提督已帶兵馳往剿辦事摺〉，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1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19 輯，頁 642-647，〈四川總督勒

保．奏報督率官兵夾擊嶺夷焚燬賊巢生擒夷目情形摺〉，嘉慶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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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夷寨八百餘所，連燒兩日而盡」、「時各支夷巢皆破，焚毁

寨落數千百間，窖藏糧食，抛散一空」。 111上列奏摺、戰報的文

字間不免有所浮誇，但未必是全無根據；這樣的武力鎮壓，其標

的已經不限於暴力犯罪的彝人，而是對彝人家支的集體懲罰、報

復。道光時期清朝軍事鎮壓更顯慘酷，在官員誇飾性的戰報中，

彝民家口傷亡大增，例如四川提督楊芳（1770-1840）奏報征剿峨邊

河北二十六地彝人的戰績，常見「畏罪自縊、自刎並撲崖跌斃約

一百餘人」、「飛崖跌斃男婦約二、三百名」 112等之類的描述，

這是比戰火下流離失所更顯暴力情境，由於極端的暴力氛圍，這

些彝族男女寧可以暴力或被迫以暴力結束自己的生命。  

涼山地區的集體暴力持續至清末，又沿續至民國時期。在咸

豐、同治、光緒朝仍然不斷發生，例如同治元年（1862），「峨、

越等廳夷肆擾」。光緒元年（1875），「雷波蠻匪復出蹂躪」。光

緒二年（1867）、三年（1877），「馬邊廳白家瓦一支，勾結大涼山

野番，麕聚數千人，由廳屬走馬坪出巢分股肆擾」。 113光緒十三

年（1887）、十四年（1888），由於「歲收歉薄」，馬邊廳、屏山縣

彝人，聯合涼山生彝數千人，「出巢捆擄滋事」。 114光緒十六年

（1890）、十七年（1891），雷波小溝補即夷支聯結西昌生彝二千餘

人，出巢於廳境焚燒房屋、搶掠牲畜、捆擄民人；同時，峨邊赤

彝十三支中的雅札支夷也騷擾邊境；會理州貓貓溝地方有黑彝劉

二馬頭滋事，署知州文芳調團練數千人入溝查拏。 115光緒二十六

                                                       
111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1510，〈四川總督常

明．奏報剿辦寧越夷匪完竣由〉，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112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3699，〈四川提督楊

芳．奏報勦除清溪縣交界峨邊夷匪情形〉，道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清代宮中

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3809，〈四川提督楊芳．奏聞廓

清二十六地滋事夷匪並渡河進剿十二姓地方由〉，道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1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1996），

頁1-2，〈暫護四川總督山東巡撫文格等奏片〉，光緒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1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5-6，〈四川成都將軍岐元等奏

為馬邉廳猓夷滋事派兵剿辦摺〉，光緒十四年四月初四日。  
1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14-15，〈四川成都將軍岐元等

奏為雷波廳屬夷匪出巢肆擾調營堵擊獲勝現在擬辦情形摺〉，光緒十六年七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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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00） 寧 遠 府 勒 摹 、 糯 米 支 彝 強 盛 ， 「 迭 次 出 擾 、 誘 殺 官

兵」。 116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川總督趙爾巽（1844-1927） 焦

慮地指出，「西南之甯遠、西昌、越巂、雷波、馬邊、峩邊、屏

山等廳州縣，幾於無月不有夷人出巢搶掠之案」，外部又有「傳

教教士、遊歷洋員專與番夷交歡」，並繪製涼山地區地圖，已成

「己切近憂」；因此，主張「猓夷務去其根據之地」，籌辦「大

舉剿撫兼施，收其人眾，列為郡縣，統治其地」。概言之，就是

要以暴力徹底移除涼山彝族的人類生態。117 

一百年期間涼山集體暴力的氛圍從未得到緩解，甚至有持續

加劇的傾向，究其成因極為複雜，分析嘉道時期的情況可以略窺

梗概。首先，生存資源競爭與政治邊界決定漢法霸權地位造成的

不平等，這些競爭衝突的情境與生態並無本質性的改變。其次，

涼山地區已經陷入了多元性的集體暴力對抗結構，甚至是社區集

體暴力化，政治力量與在地行動者持續進行著多方性的競爭衝突

與暴力，有必要再加以分析。  

第一方是清朝政府，歷次變亂之後，其族群政策仍舊基於隔

離思維的慣性，只是延續之中有些變化，在傾向承認漢人占有的

既成現狀的條件下，進行邊界推移與再隔離，不外乎三大主軸：

一、進行人口遷移，其原則是遷彝不遷漢。例如嘉慶十三年，峨

眉縣歸化汛熟夷附和嶺彝十三支滋事，四川總督勒保奏稱：  

「今投出後若仍令其在原地居住，漢民仇怨已深，斷不能

相安無事。如安置嶺夷地方，又恐其播弄是非，留為後

患，均非經久無弊之道。應請查照土蠻犯死罪一應家口遷

                                                                                                                                            
一日；同書，頁17-18，〈四川總督劉秉章等奏報峨邊雅札支夷滋事片〉，光緒十

六年十月分；同書，頁27，〈四川總督劉秉章奏報會理州黑夷滋事片〉，光緒十八

年三月分。  
1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 33-36，〈四川總督奎俊奏為剿

辦靖遠夷匪迭獲勝仗現已一律就撫邊地肅清摺〉，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1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頁 41-43，〈四川總督趙爾巽奏為

設法籌辦四川邊夷摺〉，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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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里外營縣安插之例，定地分起解往，以絕釁端。」118 

又如嘉慶十九年，平定清溪縣嘓嚕巖彝滋事，四川總督常明

奏言：「此等兇夷固不可容留夷地，即遷六百里以外營縣安置，

距夷地尚不甚遠，亦恐其悉乘間逃回。應請發往烟瘴地面充軍，

以靖邊隅。」 119彝人被迫離開自已的生存空間，而漢人數量又源

源自外部獲得補充，當地的族群生態進一步向有利於漢人的一方

傾斜，亦即新一輪的邊界的推移。對於遷彝不遷漢的政策，有若

干官員說出其中考量，例如四川總督鄂山奏言：「惟是漢民之在

夷地，歷年久遠，生齒日繁，勢難趨逐，轉致流離失所，別滋事

端。」 120這在彝人看來非常不公平的處置，背後真正的顧慮或許

是在涼山外部，中國內地流動人口的大問題；換言之，此一涼山

外部生存的壓力，持續轉移成為涼山地區內部的人群衝突。二、

堅持隔離、分界政策。以嘉慶十三年及道光十三年兩次善後章程

為例，「定漢夷分界」、「漢夷界址，應飭照舊分管」都是一再

被強調的規定；但是，這些章程條款每每成為具文，雙方跨越邊

界的行為與衝突依舊是下一次暴力變亂的引爆點。 121每次暴力事

件之後，都是新一輪的邊界的推移與再隔離，彝人的生存空間一

再壓縮，無形中又導致更嚴重的資源爭奪衝突，涼山地區的族群

生態似乎陷入了無解的僵局。三、改流。歷次暴力事件之後，多

                                                       
11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20 輯，頁136-140，〈四川總督勒

保．奏報辦竣曲曲鳥及審明嶺東十二支夷匪並內地熟夷人等分別嚴辦安插業經移

師進逼涼山各緣由摺〉，嘉慶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28 輯，頁 737-739，〈四川總督常

明．奏報審明清溪一路搜獲夷巢餘匪分別發遣安插各緣由摺〉，嘉慶十九年十月

二十八日。  
120 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 1 冊，

頁 350-355，〈四川總督鄂山等敬擬峨邊善後章程疏〉，道光十五年；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 1115-1118，〈成都將軍瑚松額等附

奏辦理彝民滋事案件實在情形片〉，道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12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20 輯，頁749-755，〈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籌議夷疆善後事宜摺〉，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清代宮中檔奏摺

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6115，〈四川總督鄂山等．奏呈遵旨籌

議四川省建昌州外邊夷地方之善後章程之清單〉，道光年間（無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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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伴隨生彝人群的改土歸流。 122其中，生彝自請改流的行為，其

實也可以視為主動突破隔離、跨越邊界的抉擇，進入邊界內作為

齊民，他們可以不再受到地理空間與自然生態的局限，可以用民

人 的 身 分 共 同 爭 奪 生 活 資 源 ， 同 時 他 們 必 須 接 受 內 地 的 民 事 習

慣、法律規範、賦役負擔等，也就是面臨前文提到的熟夷處境，

而這似乎又是下一輪惡性循環的開端。  

另 外 ， 軍 事 武 力 是 清 朝 政 府 在 涼 山 地 區 展 現 權 力 的 終 極 手

段；然而，在使用國家暴力的態度上，清朝政府始終採取被動角

色，從未企圖完全征服涼山核心地區，國家暴力的自知與自制，

為在地行動者空出許多能動性空間。  

第二方是土司，其勢力弱化，並不能真正控制黑彝勢力；或

受到家支關係的牽制，或者自身的身分認同，又或者自身家族的

利益，土司未必能良好地扮演清朝政府的基層控制者的角色，有

時會選擇進行或加入彝人集體暴力的行動，例如前引嘉慶十三年

馬邊廳所管轄後營熟彝九支土百戶，聯合涼山生彝大木桿等家支

千餘焚搶內地。又道光十二年黎州土百戶馬奇英與文生劉進颺等

漢 民 團 練 對 抗 。 又 道 光 十 三 年 ， 清 溪 縣 松 坪 土 司 馬 林 結 合 「 漢

奸 」 朱 士 隴 ， 指 使 其 管 轄 的 熟 彝 搶 掠 越 巂 、 清 溪 、 峨 邊 三 廳 縣

等。  

第三方是各支彝人，涼山彝族憑藉大、小涼山地形險阻，始

終能固守其生活領域的核心區，也使得其社會結構與暴力文化長

期穩固，所以能長期實踐暴力而不輟。另一個涼山彝族能持續進

                                                       
12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20 輯，頁749-755，〈四川總督勒

保．奏為籌議夷疆善後事宜摺〉，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

編，《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22 輯，頁661-662，〈四川總督勒保．奏報為馬邊

前後營土百戶等輸誠納糧摺〉，嘉慶十四年正月初四日；清．常明、楊芳燦等纂

修，《（嘉慶）四川通志》，卷95，〈武備．邊防〉，頁3034，〈（四川）總督常

明奏請嶺夷改土歸流疏〉，嘉慶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

中檔嘉慶朝奏摺》，第 26 輯，頁 693-699，〈成都將軍賽沖阿．奏為剿辦涼山生番

並攻克清溪夷巢兩地俱已蕆事撤兵歸伍緣由摺〉，嘉慶十九年六月初六日；《清

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1524，〈四川總督常明．

奏報涼山生番投誠納糧等由〉，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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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體暴力的憑藉，是其家支文化，涼山彝人歷次的集體暴力活

動，其動員與結群是以家支（群）為單位，而非整個涼山彝族，

或者劃出族群認同的邊界，這一特點與咸同年間雲南、陝甘回變

有很大的不同，兩區域的回族社會是以族群身分進行整個族群的

動員。 123因此，彝人的集體暴力活動總是此起彼落，並未因為歷

次軍事鎮壓而消弭，概括其現象可稱為輪番、多層次的彝族家支

群集體暴力活動。其一，彝族因地域空間而有不同的家支群，例

如嶺彝十二支、赤彝十三支、曲曲鳥等，家支群中又有各大、小

家支；而不同家支群及其家支之間存在堅固的親屬、聯姻家支聯

繫，彼此各有恩仇。其綜合結果是，彝人暴力活動不會是全面的

族群變亂，通常是某一地方家支群或二、三個地方家支群（或其

中某家支）基於家支聯繫而共同參與暴力活動，當其受到清朝政

府軍事打擊而削弱，便暫時偃旗息鼓、休養生息。其二，各家支

群體常常表現出不一致的政治立場，昔日助剿、今日為匪是泛常

現象。可以說，嘉道時期的涼山彝族人群從未進行過全面性的族

群動員。其三，戰敗者依賴親屬家支之間的相互接濟、奧援，使

得彝人家支勢力不致滅絕，假以時日得以復起。因此，彝人暴力

活動始終不絕、屢仆屢起。  

再者，漢人持續侵占土地與彝人土地所有權的記憶，成為一

種彝人家支新興的、長期的社會動員口號，和古老的打冤家暴力

傳統結合。然而，即使彝族家支群與漢人團練長期對抗，他們族

群 內 部 的 打 冤 家 活 動 與 對 立 關 係 也 從 未 停 止 。 例 如 前 引 道 光 十

七、十八年，涼山阿什子家黑彝與大烏拋家黑彝熟果打冤家，乏

食彝人趁機附和，熟彝、「漢奸」從中勾結，搶掠馬邊、雷波廳

內地。這種動態、複雜、多方性的暴力，若以族群衝突來概括，

                                                       
123 雲南陝西回變均從日常爭鬥累積敵意與集體暴力的情境，並在太平天國事件的影

響下爆發成廣泛的族群動員與集體暴力對抗，回族人口居於少數，故必然訴求整

個族群的動員；漢人多數，其結群暴力對抗則是以團練或結會為形式。參見：王

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高文遠，《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運動》（臺北：

學海出版社，1988）；韓敏，《清代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史》（西安：陝西人

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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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過於簡化。  

第四方是漢人。明清時期由於人口增長、資源競爭，中國社

會結群活動與社會團體日益發達，道光朝以後，團練取代暴力犯

罪團體成為涼山地區漢人移民主要的結群形式與暴力團體，地方

精英、頭人訴求集體安全、標誌敵人來進行社會動員。漢人團練

與彝人家支群的集體暴力對抗成為涼山集體暴力的主結構，也使

得雙方集體暴力對抗接續不斷。  

第五方是中間人群，包括熟彝、「漢奸」等。 124熟彝雖然進

行若干程度的漢化，但是在實踐漢化的過程中經常處弱勢、不平

等，因此經常回頭尋求生彝人家支的社會支持，進行家支動員，

這是個人衝突升高成集體暴力的主要途徑。又不僅漢人善於利用

彝人的「暴力（傾向）」，熟彝也有假冒生彝的暴力行為進行焚

搶報復漢人。 125如成都將軍那彥寶奏言：「近來熟夷因見地土漸

腴，勾結漢奸，藉名野番，時有焚搶之案。」 126四川提督楊芳也

奏言：「多年以來，但言涼山內之野夷為患，而不知實係涼山外

之熟夷為患，積貫為常，養成痼習。」 127據此，我們難以判斷熟

彝人群的政治認同、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否有一致的邊界，或

者他們的暴力是否能代表族群的暴力。其次，涼山地區的彝人與

漢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合作本就十分密切，在彝人家支進行的

                                                       
124 參見：張姍，〈鄂爾泰對西南地區「漢奸」的認識及治理〉，《貴州文史叢

刊》，2013：4（貴陽，2013.11），頁62-66；吳密，〈清代官書檔案所見漢奸一詞

指稱及其變化〉，《歷史檔案》，2010：1（北京，2010.2），頁 56-67；吳密，

〈「漢奸」考辨〉，收入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下冊，頁648-664；王鍾翰，〈雍正西南

改土歸流始末〉，收入王鍾翰著，《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4），第2冊，頁1353-1418。清朝諭旨、奏章中「漢奸」一詞所指稱的對象因時

而異，或指為土司出謀辦事之漢族文人；或指漢族商人、走私販、人口販等等。  
125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51510，〈四川總督常

明．奏報剿辦寧越夷匪完竣由〉，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126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2714，〈成都將軍那

彥寶等．奏為續報官兵疊剿夷匪清溪縣境肅清由〉，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  
127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3620，〈四川提督楊

芳．奏為再附片密奏剿戮越巂夷匪實情由〉，道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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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力 活 動 中 ， 許 多 漢 人 、 暴 力 精 英 基 於 自 身 利 益 ， 也 加 入 到 土

司、彝人的集體暴力活動中。  

總言之，在一個生存資源持競爭且持續惡化的情境中，缺乏

絕對的權力，各種政治力量、各方人群依據自身的利益、暴力文

化、社會動員與結群形式，實踐集體暴力，造成集體暴力對抗結

構，濫用暴力造成社區集體暴力化，始終缺乏遏制這股社會趨勢

的力量，集體暴力因而在這裡不停地上演。  

（四）主旋律：結群與暴力  

涼山地區日常生活的暴力衝突積累爆發，演變成集體暴力，

最終形成集體暴力對抗的結構，這一段暴力史突顯出十九世紀涼

山社會「結群」與「暴力」的社會趨勢。清末劉念祖向趙爾巽所

進呈〈平治涼夷籌議〉一文，對於涼山社會情勢的分析似可以呈

現時人對於集體暴力的認知，其言：  

蓋緣涼地為幽夐之阻，向來王法所不及。其中種人又無種

酋以持權理事。是以群爭日亟，通以勢力大小為勝負之根

點。於是強淩弱、眾暴寡之勢成。人之生於其間者，不能

不殖眾以圖強，用保其族類之生存而免他人之淩暴。特殖

眾之事項，限於生之、聚之二途。而生之延緩，固不如聚

之之神速。128 

這一段敘述不僅道盡涼山地區結群競爭的人類生態、集體暴力之

形成，更描述一種集體暴力環境下的集體恐懼，並且以集體暴力

追 求 集 體 安 全 ， 這 一 切 似 乎 已 經 成 為 涼 山 各 族 群 難 以 擺 脫 的 選

項。所謂「群爭日亟」、「殖眾以圖強」、「聚之之神速」等言

語，無不是在強調「結群」的不可避免與必要性，其結果也必然

是集體暴力對抗。可以說，涼山社會陷入了長期集體暴力對抗的

情境，當中不僅是各個人群的暴力活動，更呈現出涼山人群的集

                                                       
128 《趙爾巽檔案全宗》，檔案編號：353，〈劉念祖平治涼夷籌議〉。轉引自：韋清

風、馮小舟、王伯仲、李家秀編著，《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的變革資料摘編》（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附錄：部分歷史資料〉，頁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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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心理狀態，包括對於集體暴力的不安全感、追求集體暴力的態

度。  

若將視野延伸於涼山之外，這裡的集體暴力情境亦非孤立的

現 象 ， 類 似 的 情 境 同 樣 出 現 於 廣 泛 的 西 南 邊 境 社 會 ， 《 堂 匪 總

錄 ． 敍 》 形 容 道 咸 時 期 廣 西 的 暴 力 情 境 ： 「 自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1847）土匪紛起，南、太、泗、鎮四府道路阻隔者將及十年，弱

肉強食，不獨流賊、土賊，團練亦賊，居民亦賊。」 129同樣是集

體 暴 力 充 斥 ， 並 呈 現 出 社 區 集 體 暴 力 化 的 現 象 ， 無 論 盜 匪 、 會

黨、團練、社區居民，各色人群紛紛從事集體暴力。劉長佑（1818-

1887）〈諭柳州團練〉對廣西柳州地方集體暴力對抗、集體暴力化

的情境有更為深刻的描繪：  

始則土團與客團爭，客團復與土團爭，其勝者，未必能即

能打賊，而不勝者已被脅而為賊矣。繼則土團與土團爭，

客團復與客團爭，其不勝者，或不盡為賊，而勝者，且不

異於賊矣，何者？不勝者，團小練弱，方謂從賊可以報

仇，而淫擄焚殺因之無所不至。其勝者，團大練強，方謂

仇家即為賊黨，而淫擄焚殺皆可為所欲為，至於不問曲

直、是非，只論大小、強弱，是彼此相尋於淫擄焚殺之

中。……。130 

原本設定作為安定社會秩序的輔助性武裝力量的團練，無論是空

間分布，或是其與社區、社會結構結合的深度，團練都遠大於其

他 結 群 形 式 ， 廣 西 團 練 的 暴 力 化 幾 乎 可 以 代 表 社 區 的 集 體 暴 力

化，社區居民以團練為結群形式彼此標籤敵人、暴力對抗。  

廣東、雲南等省情況同樣如此，例如《岑襄勤公年譜》描述

                                                       
129 清．張月卿編纂，《堂匪總錄》（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續編》，第

20 種，影印清光緒十五年（1889）官刻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2），

〈敍〉，頁1-2。  
130 清．劉長佑撰，清．龍繼棟編，《劉武慎公（長佑）遺書》（收入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5 輯，第245-250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

冊，卷28上，〈札諭．諭柳州團練〉，頁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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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回變的情形：「自變亂以來，不惟漢、回勢不兩立，各屬之

官仇官，民仇民，動輒治兵相攻，弱肉強食，報復不已，上下視

為固然，紀綱蕩盡矣。」 131在內部，群眾與群眾相敵視，團練與

團練暴力對抗；在外部，團練與各種「匪」暴力對抗；對上，民

眾結群與官吏相仇恨，與國家暴力對抗，大部分民眾都被捲入集

體暴力對抗的漩渦之中，集體暴力的氛圍與情境日益彌漫於十九

世紀中國的邊境社會，甚至溢流、蔓延到內地社會。  

六、涼山人群的暴力心態 

透過涼山人群日常鬥毆暴力與集體暴力情境的探討，諸多集

體暴力活動中已經呈現出若干時人的暴力心態，有利用暴力情境

或資源鼓動暴力的心態，也有基於集體恐懼、集體安全而追求集

體暴力的心理，皆反映了民眾如何看待暴力、譴責暴力與運用暴

力的觀念態度，如何認知暴力的社會作用等等。  

透過集體暴力在社會實踐的連續過程，暴力的經驗、記憶與

觀 念 ， 以 及 暴 力 文 化 ， 持 續 累 積 、 形 塑 ， 從 清 朝 文 獻 所 稱 呼 的

「夷疆」、「夷地」，轉變成民國漢人書寫下的「（被彝人奪去

的）漢地」，可以見到這長期文化實踐在漢人觀念中的根本性影

響；這種記憶、認知的變化與心理影響，維持或強化涼山人群持

續進行集體暴力的動力。下文將進一步討論涼山人群的暴力文化

與暴力心態，惟筆者所收集運用的史料皆為漢文文本，當中呈現

的主要是漢人的暴力文化與暴力心態。本文所謂「暴力心態」，

係指某一時空的人群（集體）如何看待與評價暴力的觀念態度，

包括他們如何理解暴力與權力的關係、暴力與法律的關係、暴力

                                                       
131 清．趙藩編，《岑襄勤公（毓英）年譜》（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

刊》，第 14 輯，第 139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2，頁45；清．郭嵩燾

撰，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頁 305-308，〈籌辦

各屬土匪請將庇匪倡亂之紳士先行斥革疏〉。郭嵩燾這樣形容廣東省情形：「百

姓日以兵刃相接，地方官與百姓亦日以兵刃相接，所在築立堅牆，廣開礮眼，竹

盔、銅甲，小村數百具，大村或數千具，專務以強陵弱，以眾暴寡，公行劫掠，

負險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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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的關係、暴力與倫理的關係、暴力與生命的關係等等，以

及相應的心態工具，也就是思考暴力的工具，批判或合理化暴力

的心態工具；而此一集體的暴力心態，將決定或影響民眾是否以

及如何進行集體暴力。暴力心態涉及的範籌相當廣泛，受限於涼

山 地 區 有 限 的 文 本 類 型 與 篇 幅 ， 僅 就 京 控 案 件 、 地 理 志 書 中 的

「夷患」書寫、忠義人物文本等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京控：利用「暴力」的心理與反映的真實  

當涼山地方群體暴力如火如荼發展時，當地人以「京控」的

形式進行控訴「暴力」，也成為一個奇特而值得關注的現象。 132

以下將利用涼山地區的京控、省控案件，探討訴狀、供詞所描述

的案情中的暴力情節，與當中的心理、記憶中濃重的暴力成分，

以及當事人利用「暴力」的心態，呈現人們關於暴力與法律關係

的觀念。明清地方司法審判制度的特點之一，是民刑合一的審判

庭，由於刑事審判通常會附帶民事糾紛與債權的判決，而民事訟

訴則經常假稱刑事犯罪之名向地方官提出訴訟申請，希圖引起地

方官的關注並受理呈詞；因此，明清法律文化中常見「誣告」現

象，當事人（或訟師）為了使官方受理案件，其呈詞、訴狀文字

內容大多充斥虛偽、誇大、捏造誣告等成分，特別是捏砌重大案

情。京控案件也不外乎這種套路，漢彝雙方控訴的內容經常屬於

虛詞捏控，事實的部分甚少，可以說就是誣告；然而，筆者利用

這些材料之考量，在於這些誇大的案情、敘事的情境通常不是完

全虛構與想像的，而是官、民在社會活動、司法實踐中認知的真

實事件中挪借而來的，參照了部分的社會事實。此外，本文所要

討論案件都經過交辦審理，表示這些案情文字是受到官方重視，

有 其 現 實 基 礎 的 。 因 此 ， 相 關 呈 詞 的 內 容 仍 然 透 露 了 許 多 「 真

實」的訊息，不僅間接反映了社會的現實，這一行為也呈現當事

                                                       
132 關於清朝京控制度及其變革參見：張筱梅，〈清代京控案件中的國家與社會—以

嘉道之際江蘇省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歐中坦（Jonathan K. Ocko）著，謝鵬程譯，賀衛方校，〈千方百計上京城：清朝

的京控〉，收入高道蘊、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北

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51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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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同謀者心中利用「暴力」的一種暴力心態，以及他們對於

暴力的「觀念」，暴力不只是一種活動、事件，也可以作為進行

訴 訟 的 工 具 ， 人 們 對 於 暴 力 的 態 度 是 相 對 複 雜 的 而 非 單 線 的 思

考，「京控」為他們提供了這一表達管道。  

第一件京控是〈四川夷民馬世忠呈詞〉。 133馬世忠並非一般

彝民，而是清溪縣黎州土百戶馬奇英之孫、土司家屬，其祖父馬

奇英因知情不報獲罪革職，因此捏造重大案情企圖准告，以掩飾

父祖的罪責。馬世忠在呈詞中聲稱，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富林場有漢民集團（漢團）三千餘人；二十九日其祖父馬奇英應

知縣鄭金榜傳喚赴縣公事，途經復興場時遇文生劉進颺等率團練

阻擾奪印，脫身後至縣衙又被知縣杖刑收押，其父親、伯叔等也

被 捉 拿 收 押 。 又 聲 稱 道 光 十 三 年 正 月 初 二 日 富 林 場 漢 團 圍 逼 彝

民，殺斃數百餘命；初三日，復興場劉進颺父子等率團將其家火

焚、殺斃四十二口，又據逃難彝民控訴漢人追殺羊莊坪堡彝民一

百五十二家。以上案情經四川總督鄂山等審理，均屬捏造。事實

上，馬世忠與官方審理結果皆不可盡信；但是對照前文所舉峨邊

廳鄉約馬士齊集團擅屠殺彝民的案情，可以發現兩者暴力情境極

為相似，筆者推想可能情形之一，假設官方說屬實，是馬世忠多

少聞見涼山地區彝人與漢人團練之間的暴力事件，清溪縣又與峨

邊廳相鄰，他所描述的劇情可能參照了這些認識，進而想像與捏

造出自己的經歷。根據上述，可以得到幾點看法。其一，不論馬

世忠所控訴內容是出於真實經驗或想像，其心理與記憶充斥了暴

力的成分，也在利用「暴力」來達成其目的。其二，馬世忠所控

訴的案情並非全部虛構，而是基於一定的社會真實，不僅可以找

到其他案例對照，其真實的程度連清朝政府也半信半疑。另外，

馬世忠呈詞所呈現的暴力的心理成分、心態，或許能代表某部分

彝人的心理狀態與認知。  

第二件京控案是〈四川井研縣民蘇應勳呈控梁山彝人殺人放

                                                       
133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63718，〈都察院左都

御史昇寅等．奏聞審辦四川夷民馬世忠控案由〉，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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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無法無天懇請征剿事〉。 134蘇應勳宣稱自己年五十九歲，是四

川直隸資州井研縣土著民籍，替民訴苦而上控，似要以一個旁觀

者、第三者的立場來進行公正的陳訴。但是，據其描述的涼山地

理、對於涼山彝族社會生態的認識，尤其是對官員與征剿行動如

數 家 珍 ， 顯 然 不 是 一 般 外 地 百 姓 的 認 知 程 度 ， 不 禁 令 人 心 生 懷

疑，或者請熟悉當地情勢者代作，或者替人掛名出頭，或者早已

在當地活動等等。他一味地指控涼山彝人殘暴、萬惡非凡，例如

道光十二年、十三年間越巂黑彝雲集千人，燒毁普雄等處官塘二

百餘里、民房二千餘間，「糧民莫避而滾巖溺斃，並殺死以及縛

去男女一千餘人」；又道光十三年清溪縣土司馬龍燒毁官塘三百

里、民房二千餘間，富林場被彝民「兩頭截殺，尸橫市口，自相

蹂踏，死者無數」，這一帶地方被擄去男女一百餘人，一千餘人

死亡。總之，他指責涼山彝人「縛王民為奴」、「殺王黎民」十

惡重罪，請求清朝政府發兵征剿。另外，他又似模仿小民心聲控

稱：「各州府縣糧民連年上納軍需，其富者如氊上拔毛，在貧者

猶身上割肉，現在窮苦而又負債，皆由梁山夷有十惡，無莫可何

也 。 」 這 是 一 份 條 理 清 晰 又 虛 實 相 間 的 呈 詞 ， 看 似 十 分 公 正 客

觀，有相當識見，其實完全站在漢人的立場，一味主張暴力，足

見其身分與動機皆有所隱藏。筆者以為，呈詞中諸多彝人真假虛

實的暴力事件不過是他利用的資本，目的只在借用國家暴力消滅

涼山彝族的暴力。  

第三件是四川峨邊廳民人徐幗林赴都察院控稱四川峨邊彝人

焚搶、兵去復來。 135事起於道光十四年（1834）該廳境赤彝十三支

出巢滋擾，徐幗林及其妻室子女均被擄掠，徐幗林隻身逃出；因

為十三支赤彝被剿辦之後，其子女並未被送出，起意京控，並邀

陳于洪列名具控。為了讓都察院受理，徐幗林將道光十五年甘落

                                                       
134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071875，〈四川井研縣

民人蘇應勳．呈控梁山夷人殺人放火無法無天懇請征剿事（呈詞）〉，道光十五

年（無月日）。  
135 清．文慶等奉敕修，《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274，頁4917-4918，道

光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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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彝人與十二地彝人打冤家一事牽連呈告，又申訴州縣人民供

應軍需、科派糧銀情事，並指名團包山民婦李王氏被殺、橫山王

姓婦人被擄等，又菜子溝木匠石萬海、團包山民婦趙氏、橫山民

人羅仲榮等人均被擄掠。經官方查證，上述指控真假參半，或者

本無其事，或者部分人是與彝人另有糾紛而被擄去，其實這些暴

力 事 件 皆 與 徐 幗 林 自 身 案 件 無 關 。 然 而 ， 不 論 整 件 案 子 真 假 如

何，徐幗林的目的已經達到，因為中央政府受理並命令查辦，地

方官員將其子女三人追出領回完結了此案。這份呈詞呈現出一般

民眾的觀感與視野，捏造想像或見聞的暴力事件都是地方小案，

反而更見其真實目的。但是與前兩件呈詞一樣，他們都有一套劇

情模式：彝人暴力與軍需供應苛派，利用「暴力」資源，以此得

到清朝中央政府的關注。  

道光年間涼山人民進行京控的案件還有不少，例如道光二十

一年（1841）武生何巨川自訴殺賊立功、獻平彝三策，希圖獲得軍

功頂戴。 136道光二十六年（1846），馬邊廳廩生董崇淳之母董陳氏

被彝人砍傷殞命，其妻董向氏也曾被彝人擄去，因此糾約戴深仁

一同赴京控訴彝人擄殺人民約一萬五百餘口，呈請剿辦。民人周

鳳 岐 所 種 糧 食 被 彝 人 割 去 ， 其 叔 周 良 柱 、 弟 周 宏 陞 又 被 彝 人 擄

去，心中忿恨不平，呈請政府剿辦。民人張廷悅以其兄張元勳被

彝人擄去病故，控告負責防堵彝人的千總徐步雲「糾結夷匪，藉

和圖利」。 137上述各件京控案件，當事人各懷不同目的，相同處

在於他們都善於利用涼山地區的暴力情境作為京控的資源，表現

出一種利用「暴力」的暴力心態。同時，這樣的故事內容也成為

涼山暴力情境的一個側寫與佐證。  

 

                                                       
1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檔》，頁1260-1273，〈四川督總

寶興奏覆武生何巨川赴京遵旨確切查詢議擬情形摺〉，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

日。  
13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18 輯，頁 81-87，〈大學士四川總

督寶興奏報審擬馬邊廳廩生董崇淳等京控案緣由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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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夷患」：標籤敵人、合理化暴力  

清代前期，涼山地區仍然屬於土司與未入清朝版圖的地方，

內地漢人對於涼山地區的地理人文並無太多關注與認識。嘉道時

期，因為涼山的暴力問題顯著，清代關於涼山與彝族的書寫陸續

出現，以筆記、地方志為主要文類，而其作者多半是出任涼山四

廳的地方官員。例如，嘉慶十年 （1805） 通判周斯才 （ 生 卒 年 不 詳 ）

纂修《馬邊廳志略》，留下較早對於彝族人文面貌的第一手觀察

紀錄，其中卷六〈夷民志〉有一些關於彝人風俗與暴力形象的描

寫 ： 其 一 ， 「 夷 性 暴 戾 兇 悍 ， 不 事 耕 作 產 業 ， 多 以 習 武 鬬 為

能。」其二，「夷性懶惰，不事生業。惟持捆掠漢人，責其耕樵

畜牧，稍惰即笞箠不已。逃者追回，益加塗毒。」除了文字敘述

外 ， 又 附 有 圖 說 。 138道 光 十 年 ， 劉 文 蔚 （1778-1864） 署 雷 波 廳 通

判，其間親歷各鄉並深入叢嶺箐林， 139將訪問彝族風俗所得撰寫

成《雷波瑣記》，所載彝俗有「打冤家」一項：  

夷性懞懂，各護其黨，而於讐恨報復之心，尤固結不可

解。一人受冤，則其一支人俱以為受冤。即其外姻，均視

為冤家。故本人謀報復，則其宗族親戚一呼而集。……。

兩相格鬪，毁其門戶，縛其人畜，甚則緃火殺人而後止。

且一打未已，至再至三焉。……。熟夷雖歸化已久，亦仍

舊俗。其意以為，我自打我冤家，不是犯法事。140 

又載有「綑掠人口」一項：  

夷性懶惰，憚於耕作。每綑掠漢人進山為伊作苦，習俗已

久。雖歸化後，尚不能革。近日生夷不敢遽入內地綑掠，

                                                       
138 清．周期才纂修，《（嘉慶）馬邊廳志略》（收入施維編，《中國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縣志輯》，第 69 輯，影印清嘉慶年間〔1796-1820〕刊本，成都：巴蜀書

社，1992），卷6，〈夷民志〉，頁592。  
139 「叢嶺箐林」一詞，取自《雷波瑣記》自敘用法，形容涼山地理特徵。參見清．

劉文蔚，《雷波瑣記》，頁623。  
140 清．劉文蔚，《雷波瑣記》，頁64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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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牛羊等物向熟夷賣易。而居夷地之漢人，因此作奸掠

賣，如有單身人至其地，則誘以賣之熟夷，熟夷又轉而遞

賣。141 

上述關於彝人風俗的描述成為涼山彝人暴力的基本形象。但是，

這一形象本非亙古以來的事實，透過前文的討論，可以了解到這

一暴力形象的形成經過一個情境變化、加溫及文字加工的過程，

從 彝 人 與 漢 人 零 星 的 接 觸 ， 過 渡 到 漢 彝 雜 居 、 相 互 爭 奪 生 活 資

源；從一種零星的、頻率極低的暴力事件，擴大成為漢人描述中

的彝人習俗與暴力形象。僅憑這類的材料，不足以使讀者窺見涼

山地區兩個人群或多方人群之間的暴力，但是它卻證明了書寫者

習於漢人的觀點，掩藏了漢人的暴力及雙方暴力激化的過程。  

地 方 志 的 書 寫 往 往 站 在 漢 人 的 觀 點 ， 當 中 所 建 構 者 是 關 於

「夷患」的歷史記憶，也就是彝人的暴力。觀諸嘉慶時期的奏牘

及所編方志，對於涼山暴力是以一般「變亂」、「滋擾」視之，

並 未 使 用 「 夷 患 」 一 詞 。 142但 是 ， 道 光 朝 以 後 涼 山 人 群 衝 突 加

劇，方志書寫逐漸以「夷患」一詞來形容涼山彝人的暴力，「夷

患」既表達一種長期暴力的狀態，並具有單方面批判、指責彝人

的意思。例如，周斯才〈新修雷波廳志序〉言：「三百餘年變亂

者十見，始或百餘年、數十年一出，後漸十餘年一出，近且數年

一出，官兵戰守迄無已時。蓋自雷波入版圖以來，夷患之亟，未

有 如 近 時 者 。 」 143或 有 用 「 民 害 」 一 詞 來 形 容 者 ， 例 如 張 集 馨

《道咸宦海聞見錄》指出：「四邊猓夷出没，最為民害，而馬邊

廳尤甚。」也有不用「夷患」一詞而以文字描述者，例如〈創建

昭覺城記〉敘述彝人暴力為例，其載：  

歷朝以來，王化之所不被，兵革屢加，頑悍自若。我朝統

壹區宇，四征弗庭，以其不叛，遂舍之，俾安其土，以遂

                                                       
141 清．劉文蔚，《雷波瑣記》，頁643-645。  
142 清．周期才纂修，《（嘉慶）馬邊廳志略》，〈序文〉，頁402。  
143 清．秦雲龍、萬科進纂修，《（光緒）雷波廳志》，〈新修雷波廳志序〉，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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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蓋數百載於茲矣。曩者周公達武，統兵深入，築疊

安民，夷風以靖。自後兵威漸弛，夷勢日倡，漢人為其魚

肉，遂至舍其田園、廬墓，攜妻子而逃之。於是各支頑夷

踞巢穴以自固，往往搶劫殺擄、攘奪牛馬以為雄，官吏之

法不得而加，士之威不得而恐，數十年來損兵糜饟，迄無

如何，鳴呼悍哉！144 

漢人透過地方文本與記憶，或有意或無意地突顯另一方的暴力，

對 於 資 源 競 爭 的 衝 突 及 人 類 生 態 的 理 解 完 全 被 忽 略 ， 片 面 指 責

「夷患」、彝人的暴力。  

從彝人的暴力文化到「夷患」歷史記憶的書寫，這種集體記

憶的建構，一方面是書寫者自身對於當下現實環境的感知與心理

投射，呈現了書寫者自身心理中的濃重暴力成分。 145另一方面，

書 寫 彝 人 暴 力 文 化 與 「 夷 患 」 ， 將 漢 人 建 構 成 暴 力 受 害 者 的 形

象，透過暴力與正義來定義兩個社會的衝突，批判、否定彝人的

暴力，將彝人標籤為敵人，沒有道德的一方；漢人的暴力成為一

種正當性的自衛、正義的行為，漢人的暴力被合理化，可以對敵

人進行任何極端的暴力。 146這種心理結構與實踐有具體實例，川

                                                       
144 清．徐懷璋纂修，《（宣統）昭覺縣志稿》（收入施維編，《中國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縣志輯》，第 69 輯，影印清宣統三年〔1911〕刊本，成都：巴蜀書社，

1992），卷4，頁302，〈創建昭覺城記〉。  
145 揚．阿斯曼（Jan Assmann），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

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41。揚．阿斯曼

利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論集體記憶是社會建構物的概念

（其本質決定於當下對意義的需求及其參照框架）來發展其文化記憶理論。  
146 關於合法化、合理化暴力的概念，長期以來一直是歐美學者批判暴力的核心問

題，例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批判人們（自由人道主義者、國家）利用

普遍性的（道德）概念（和平、正義、進步、文明等）標誌自己從而否定敵人，

以合法化暴力的使用。又例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批判法國大革命的

暴力及喬治．索列爾（Georges Eugène Sorel）、弗朗茨．法農（Frantz Omar 

Fanon）對暴力的合理化、美化；然而，同時她自己又主張某種暴力使用的正當

性，稱讚美國獨立戰爭。總之，他們都以某種價值、意識形態來合理化暴力，這

又落入卡爾．施密特對於「合法化暴力」的批判之中。事實上，這種暴力心態不

僅呈現在歷史人群身上，西方世界批判暴力的論述與暴力史之間的互動，也表現

出一種時人自身的暴力心態。參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著，劉宗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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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區漢人指責涼山「夷患」、傾向以暴制暴的心態一直延續至

民國時期，民國二十四年（1935）中國西部科學院出版《雷馬屏峨

調 查 記 》 提 出 以 「 武 力 蕩 平 」 涼 山 彝 族 ， 或 至 少 將 其 完 全 「 同

化」的主張：  

所謂武力蕩平，係專對涼山倮儸而言。夫倮儸盤據涼山數

千年於茲，猶不浴王化，日肆劫奪漢人，實屬自陷賤劣。

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防堵安撫政策，早已試驗

失效矣。故用武力以掃除敗類，實屬不得已之事。……。

黑夷好亂成性，……，當以鏟除凶惡為唯一要著，即不完

全消滅其種族，亦當使其失所憑依，不得不與漢人同

化。……。147 

這段文字中充斥對於「夷患」的憎恨與對彝人的蔑視，完全不掩

飾其使用暴力屠滅彝人族群、消滅其文化的觀念態度，其所謂之

「同化」實為一種暴力，暴力之心態溢於言表，讀之令人怵目驚

心。可以說，建構「夷患」、標籤敵人，成為時人（漢人）合理

化暴力的心態工具，呈現他們關於暴力與社會關係的觀念，一種

暴力心態。  

（三）書寫「忠義」：合理化暴力的心態工具  

涼山集體暴力的過程中產出了一批地方忠義人物書寫。忠義

人 物 文 本 並 非 涼 山 地 區 獨 有 的 文 類 ， 而 是 源 自 雍 正 皇 帝 創 建 的

「昭忠祠祀典」與《昭忠祠列傳》，中間歷經乾隆朝將祀典制度

化、長期實踐，並形成「忠義人物文本群體」；至嘉慶朝將祀典

地方化，關於地方忠節、忠義人物的書寫遂日益普遍。晚清昭忠

祠祀典建設遍及中國各地，並以祀典為中心產生相當豐富多樣的

地方忠義人物文本，形成一套忠君文化與忠義文化的禮制展演、

                                                                                                                                            
譯，《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鄭辟瑞譯，《共和的危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理查

德．J .  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著，李元來譯，《暴力：思無所限》（南

京：譯林出版社，2019）。  
147 常隆慶、施懷仁、俞德浚，《雷馬屏峨調查記》，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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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文本、文字語彙，以及對於戰爭死亡的暴力書寫；其對於心

理、觀念的影響遠遠超過制度與文字本身，不只在於形成一種暴

力文化，其社會影響更體現在與地方社會的緊密連結、交互影響

的結構之中。148 

地方志是嘉慶朝昭忠祠祀典地方化之後最早加入大量地方忠

義人物書寫的文類，大異於此前的地方志內涵。涼山地區不僅在

嘉慶朝就建有昭忠祠，其地方志中也收錄不少在漢彝集體暴力衝

突中死亡的人物，當中有官吏、兵卒及團練、鄉勇等各種地方人

物。例如雷波廳於嘉慶九年奉旨建立廳昭忠祠，《雷波廳志．忠

節志．巡檢》載有王如芬其人：  

王如芬，號楚香，浙江甯波慈谿縣人。道光中，任黃螂巡

檢。十七年夷匪滋事，參將李萬春帶兵出防，如芬率團丁

運護軍米，至羊子橋驟遇夷匪，我師敗績，如芬被執不屈

死。卹蔭如例，並祀昭忠祠。149 

又〈忠節志．團練〉條下載有盧萬才等諸人：  

盧萬才，道光十八年充當鄉勇，隨征夷匪陣亡。陳洪順、

龔仕有、王思有、余屠戶，以上道光二十七年征夷匪陣

亡。150 

又〈忠節志．團練〉條下載有蔡金山其人：  

天姑密人。光緒元年，夷匪擾密場，四鄉男女扶老攜幼奔

避渡江。至梯子崖，夷眾將追及，山乃約鄉民王朝貴徐行

殿後。賊至，挺身出鬬，力戰移時，而男女乃盡渡。金山

戰死，王朝貴受重傷逃歸幸活，然保全數百人實兩人力

                                                       
148 李宗育，〈風勵藎節：清代昭忠祠祀典及其死亡、暴力之書寫〉，頁251-296。  
149 清．秦雲龍、萬科進纂修，《（光緒）雷波廳志》，卷22，〈忠節志．巡檢〉，頁

723。  
150 清．秦雲龍、萬科進纂修，《（光緒）雷波廳志》，卷22，〈忠節志．團練〉，頁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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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151 

再以峨邊廳為例，該廳設置於嘉慶十三年，昭忠祠建於道光二十

七年，《峨邊縣志．風義志．忠烈》載廖明魁其人：  

峨邊鄉勇。道光十三年，在金口墩與甘落三溪夷匪激戰，

追殺多名，賞給五品頂戴。後與賊未文舉戰陣亡。152 

上列地方忠義人物文本的重要特點，是主角為眾多地方小人物，

其人數遠遠超越此前地方志對於地方精英的忠節人物書寫，這是

地方志忠義書寫的量變與質變，傳主身分廣泛與數量眾多，顯示

出這種集體記憶建構與地方社會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精神聯繫與

深刻的影響。  

這些地方小人物缺乏偉大的武功事蹟可供書寫，而是往往透

過刻劃暴力情節，以死亡來突顯其忠義精神。因此，這類文本內

容充滿暴力與死亡意象，這樣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書寫實是關於暴

力的記憶，含有大量暴力的成分，暴力在地方集體記憶中占據了

大量的篇幅。同時，傳主的死亡也是在控訴敵人的暴力、否定敵

人的暴力。  

昭忠祠祀典與忠義人物書寫，標舉忠君、忠義的崇高倫理價

值，並可以名留史冊與得到國家祀典長久的紀念，也為地方社會

提供了一個思考暴力與生命關係的新路徑、看待死亡的觀點，高

舉一種有別於宗教所提供的終極關懷；同時也是一種死亡文化的

建構，而這種死亡的形式勢必透過極端的暴力才能實現。另一方

面，忠義書寫的情節內容其實包含了兩方人的暴力對抗，然而書

寫者藉由結合「暴力」與「忠義」的歷史記憶建構，標榜崇高的

倫理精神，既是批判敵人的暴力，在道德上否定敵人，又是宣稱

                                                       
151 清．秦雲龍、萬科進纂修，《（光緒）雷波廳志》，卷22，〈忠節志．團練〉，頁

728。  
152 民國．李宗鍠等修，民國．李仙根等纂，《（民國）峨邊縣志》（收入施維編，

《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69輯，影印民國四年〔1915〕鉛印本，成

都：巴蜀書社，1992），卷3，〈風義志．忠烈．兵丁〉，頁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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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己方暴力的正義性，正當化、合法化暴力。透過忠義書

寫，漢人的暴力遂被合理化或隱藏化。並且透過書寫暴力情節，

產 生 一 種 精 神 上 的 「 英 雄 」 、 「 悲 壯 」 的 美 感 與 情 緒 ， 「 忠 義

者」的暴力被美化。 153建構「夷患」與標榜「忠義」其實是一體

兩面，其共同的操作是標籤敵人與合理化自己，都是一種合理化

暴力的心態工具。  

忠 義 書 寫 一 方 面 是 書 寫 者 暴 力 觀 念 的 展 現 ， 另 一 方 面 為 家

屬、讀者、聽眾提供一種合理化暴力的心態工具。當地方社會透

過 大 量 書 寫 表 達 對 於 死 亡 昇 華 ， 如 忠 君 、 忠 義 的 肯 定 以 得 到 詮

釋、撫慰，並且標誌己方暴力的正當性的同時，也等於認同了使

用暴力的必要性，認同暴力。這種歷史記憶與社會訊息隱然是在

傳播暴力文化，具有鼓勵暴力的可能，而這種心理影響又透過與

地方社會緊密的精神聯繫而強化。此一暴力文化透過長期連續的

實踐過程，或將普及為社會大眾集體的心理結構。  

基於昭忠祠祀典與忠義人物書寫，無論邊境社會或是內地社

會 ， 呈 現 出 同 樣 的 暴 力 文 化 與 精 神 聯 繫 ， 共 享 同 一 套 暴 力 的 語

言，與合理化暴力、美化暴力的暴力心態。  

七、結論 

涼山地區以彝族、漢族二大族群為主的多元人群相遇，彼此

碰撞、交流，生存資源競爭空前激烈。清帝國設定的政治邊界決

定了漢法在經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霸權地位，造成漢人與當地

少數族群在商業與法律運作方面的不平等，有漢人遂充分利用這

一優勢條件，對彝人進行土地占有與勞務剝削。另一方面，基於

內地市場需求，漢人採礦伐木的團體積極進入涼山地區爭奪林礦

資源。漢人全面性的經濟活動在涼山引發了從個體以至於團體的

種種糾紛衝突，尤其是暴力犯罪團體經常進行規模較大的集體暴

力，或者在其中利用暴力情境、暴力資源來煽動集體暴力。  

漢人與彝族之間的碰撞、交流不僅是兩個人群的相遇，事實

                                                       
153 姚一葦，《美的範疇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7），頁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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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兩種社會結構、文化體系的接觸、互動。熟彝與漢人的衝突

與劣勢，中間缺乏有效的司法仲裁及中間調解機制，雙方往往直

接訴諸鬥毆暴力，彝人更透過傳統的家支文化尋求社會支持，進

行以家支關係（血緣、姻親、恩仇）為核心的社會動員。而大、

小涼山、梅嶺的生彝家支、黑彝仍舊穩固地實踐其傳統的暴力文

化與奴隸制度，正可以提供強大的暴力支援。雖然涼山地區漢族

移民人數眾多，卻在彝人強固的暴力實踐的對抗下，始終無法完

全轉化或同化彝人土著社會。  

面對一再發生的彝族家支動員與集體暴力，清朝政府的族群

政策並未改變基本方針，依舊是基於隔離保護思維，以人為邊界

區隔兩個族群，族群政策始終與流動人口趨勢根本性對立，既無

法減緩激烈的競爭情境，更不能防止衝突。在國家暴力的運用方

面，清朝政府回憶了大小金川戰役的歷史記憶，採取了自制的態

度與被動性作為，以壓制、防堵了事，無意進一步征服涼山核心

地 區 。 清 朝 政 府 的 自 知 與 自 制 ， 為 涼 山 多 元 人 群 空 出 了 權 力 空

間。可以想像一個多元人群競爭的地理空間與情境，多元的暴力

形 式 與 多 元 的 暴 力 文 化 ， 缺 乏 絕 對 的 政 治 權 力 與 強 大 的 國 家 暴

力，又無決定性力量改變外部環境與內部結構，等於放任與加劇

多元競爭的情境持續發展，產生更多暴力的可能。甚至於，清朝

政府授予漢人組織團練的權力，漢人在社區也進行社會動員，在

彝人家支與國家暴力對抗的結構之外，又形成漢人團練與彝人家

支對抗的結構，暴力情況進一步複雜化，在集體恐懼與追求集體

安全的心理狀態下，造成社區的集體暴力化，各個人群都必須結

群自衛、集體暴力對抗，最終導致涼山地區陷入長期持久的集體

暴力。  

對 於 涼 山 各 個 人 群 而 言 ， 十 九 世 紀 就 是 一 個 集 體 暴 力 的 時

代。在長達百年的暴力實踐中，不僅深刻地表達了時人的暴力心

態，暴力心態也指引人們實踐暴力；同時形塑新的暴力文化內涵

或者新形式的暴力文化，提供各種合理化暴力的心態工具，漢人

利用歷史書寫建構「夷患」，指責敵人的暴力；或者透過忠義人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71 期 - 58 - 

物書寫與暴力的歷史記憶建構，或有意、或無意地合理化自身的

暴力，美化己方的暴力，不斷為正在進行中的集體暴力出反饋或

相互作用，暴力與暴力文化的相互作用，是暴力長久延續的重要

內在動力。  

本文核心關懷其實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社會

集體暴力的大趨勢，而邊境社會的暴力問題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清朝中期以後，大量的流動人口對邊境社會造成前所未有

的社會衝擊，邊境社會不平等造成的暴力是涼山地區百年暴力的

根本問題，也是帝國邊境衝突的普遍形態；然而，清代中晚期巨

大的流動人口深化這一衝突情境，是此前歷史時期少見之情形。

再者，涼山集體暴力初期是國家暴力與彝人家支對抗的結構，這

部分也是帝國應對邊疆暴力的傳統模式；然而，給予當地漢人組

織團練的權力，造成新的對抗結構與地方社會集體暴力化，則又

是十九世紀新的集體暴力形式。總之，涼山百年暴力實是十九世

紀新一波的暴力趨勢，而這一部分與內地社會集體暴力湧流有較

深的關聯性。  

涼山地區體量巨大的漢族移民社會是內地社會的部分延伸，

帶入的內地元素也勢必造成重要影響，諸如資源競爭的手段、法

律文化、鬥毆暴力、結群形式（團練、青蓮教）、暴力文化（忠

義 人 物 書 寫 ） 與 暴 力 心 態 等 ， 此 影 響 不 能 不 與 內 地 社 會 產 生 關

聯 ， 涼 山 的 集 體 暴 力 與 內 地 社 會 的 集 體 暴 力 有 著 內 在 結 構 的 聯

繫，又有外在生存壓力的移轉，難以分視。有時不僅邊境社會的

暴力溢出波及廣泛的內地社會，如太平天國事件即是；內地社會

的暴力文化與形式也會影響邊境社會的暴力內涵，涼山百年暴力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總而言之，「結群」與「暴力」儼然是十九世紀涼山地區社

會發展演變重要的社會動力，「暴力」不是作為一種終極目標，

而是作為一種有效達成目的工具的觀念，一種利用「暴力」、使

用暴力的意願；它牽涉到的不僅是實際的社會活動，更存在於廣

泛的個人與社會心理層面。但是，這一集體暴力對抗的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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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涼山的獨特現象，而是十九世紀中國邊境社會的集體現象，

並且在內地社會中日益蔓延。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李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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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violence and ethnic conflict in one particular 

region of China—Liangshan, located in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during 

a well-defined period—between 1796 and 1850. My study of the Liangshan 

regions shows that violence there began at the level between individuals. It 

quickly spread and entangled their extended families. Finally, entire 

communities were trained and mobilized, to be pitted against other large 

communities, similarly trained and mobilized. Violence gave birth to more 

violence, in a seemingly never-ending cycl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phenomena it describes are not limited to Liangshan—but that our evidence 

shows that ethnic conflict and violence were in fact endemic to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at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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